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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劉枝萬先生是臺灣民間宗教與道教研究的開創性學者，他於 1964年至

1989年間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8年一月，劉枝萬先生以 96歲

高齡仙逝，而他對臺灣道教醮儀的紀錄與細膩描寫，已給臺灣的道教與民俗學

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學術與文化遺產。

劉枝萬先生的道教研究雖主要出版於 1980年代，但其後續影響極為巨

大，他成為了臺灣道教科儀研究的開山祖師。另一方面，被劉枝萬先生自己視

為冷門的當代道教研究，不僅愈來愈成為人文社會學科中的重要課題，甚至於

道教團體與道教儀式，在整體社會裡，也愈來愈興盛與蓬勃發展，稱此為道教

復興，也實不為過。隨著道教復興及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愈形重

要，劉枝萬先生道教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學術性意義，也愈益顯豁。

編者個人於 2000年起任職於中研院民族所，那時劉先生早已退休十多年。

編者是到了 2008年，才第一次有機會親身聽聞劉枝萬先生的演講，劉先生在

演講中講述了他橫跨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時代的精彩人生與豐富的研究經歷。

誠如張珣所長在序言中所說「劉枝萬先生是上個世紀臺灣道教研究最受國際學

界尊崇，開創臺灣道教研究風氣的大家，然而，他本人卻是一位有著瘦弱身材

而又溫文儒雅的學者。」的確，舊照片裡也顯示，不管是在多麼炎熱的田野現

場，劉先生還是經常穿著西裝，勤奮卻也不失學者身分，忠實而又敬業的紀錄

著民間信仰的田野現場。也出於他這樣的自我堅持與使命感，又加上恭逢戰後

臺灣民間信仰復甦恢復的時代潮流中，他對於 1970年代以後臺灣民間信仰大型

醮典所做的詳細記錄，已成時代絕響。他的研究不僅保存了道教民俗的時代標

本，研究紀錄本身，也激發了好幾個世代的本地與國際道教研究的學者，創造

了當代道教研究蓬勃發展的重要契機。

編者個人對於道教所知相當有限，僅在個人從事臺南西港保安村田野調查

的過程中，對臺南地區的幾場重要醮典進行過片段性的觀察與紀錄。而編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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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劉枝萬先生，也只是在保持著欽佩與讚嘆的遠距離中，讀他的書，感受

著他對學術的使命感與堅持，而從未能有過深談的機會。

2018年年初，劉先生過世，對於這位民族所最重要的本土研究的先驅者，

全所同仁對他都懷有著無盡的緬懷。哲人已遠、典範長存。而對道教外行的

我，受命承辦紀念研討會，內心實感惶恐。好在，臺灣道教學術研究已發展的

相對成熟，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各方面志同道合的研究夥伴也不少，因此，

會議的承辦與論文的編纂，相對而言能得到許多善知識的幫助，這讓編者內心

感到無比感激。

不過，過去學者多傾全力於儀式細節和歷史文獻，這多半為文史學者所

專長；僅有極少部分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將考察範圍擴展於道教地方信仰生

態、道教執業者的師承關係和社會關係網等等，而這一方面，確實是道教研究

尚可以開發之處，也是劉枝萬的醮儀研究之中，所曾有所發揮之處。本論文

集，即捨傳統道教研究的路徑，而由道教復興課題的當代歷史與社會現況，反

過來對焦道教科儀的社會與文化層面，希望能擴展劉枝萬先生道教研究遺產的

學術性意義，也試圖回歸民族所的研究風氣與特色。

由研討會的舉辦到現在論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太多的貴人相助。感謝前後

任所長胡台麗教授與張珣教授的支持。感謝林美容教授在紀念研討會上的專題

演講「純學者的典範：劉枝萬先生的學術志業」，讓大會增色不少。林教授的演

講內容，並未收錄於本書，其內容涵蓋林教授的兩篇文章，分別是 A，2014，

〈劉枝萬博士的學術貢獻與啟示〉，見於潘英海編，《劉枝萬與水沙連區域研

究》，新北市：華藝學術出版；B，2018，〈書後語〉，出於劉枝萬《台湾の法

教：閭山教科儀本と符式簿の解読》書中。劉枝萬先生向來低調，我們要感謝

由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訪問所出版的（2008）《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

談錄》這本書的出現，才得已珍貴的保留了劉先生一生的生涯軌跡，讓我們得

以有所參照與緬懷。也特別感謝林美容教授惠賜本書序言一篇，她是學術圈內

最了解劉枝萬先生個人志趣與學思發展歷程的人，她的描述，讓我們再一次感

受到了劉先生的人格與學術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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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張珣所長惠賜序言，感謝論文集的所有撰寫者、會議時各篇的評論

人，以及漫長審查過程中的每位匿名審查人，沒有各位專家學者熱情與誠懇的

幫助，我個人幾乎是沒有辦法完成現在的編審工作，所以這本論文集，也可以

說是當代臺灣道教研究界的一個集體性的研究成果。感謝民族所編輯室同仁李

宗洋先生在出版過程中的備極辛勞、盡心盡力，讓編輯與出版流程相當順暢。

感謝民族所宗教與生活實踐研究群同仁張珣、高晨揚、黃淑莉、王舒俐、

黃約伯教授和所內所有同仁們的協助。感謝 Teri J Silvio和 Derek Sheridan兩

位老師在英文名詞上的一些協助。感謝謝世維、張超然、林振源與謝聰輝教

授等，經常及時幫助我解決對道教研究所產生的各種疑問。感謝我的助理劉韋

廷、吳瑞明和楊秀娟的大力協助，增廣了我的道教知識，擴展了我在道教研究

方面的人脈。我的助理黃詩涵、洪譽文、楊維騰、張瑋芩等人，則在本書圖表

製作與文字編排上都幫了不少忙。

很高興這本書終於得以問世，希望它能對於臺灣的道教研究，提供新的觀

照角度，產生新的研究活力，也算是達成了我們緬懷先人和承繼先人研究傳統

的一點紀念與懷念之意。

編者丁仁傑 

2020年 10月 12日於臺北南港



導論

一、前言

本書的宗旨，在探索當代社會中，道教位置的重置，及其發展上的各種

新面貌。而要達成這個探索，我們需要更認真的—同時兼及歷史與社會層

面—去看待傳統社會中道教的社會位置與屬性，然後，才可能進一步去討論

道教在當代社會裡的位置和影響力。而本書的導論，奠基在本書既有的章節之

上，進行歸納與分析，希望能將前述議題，放在更為宏觀並具有分析性意義的

框架裡來被理解。

本書論題的開展，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奠基在劉枝萬先生極具學術開創性

的醮儀研究上。而本書一方面希望能對劉枝萬先生既有的學術討論有所延續與

承繼，一方面也希望對劉枝萬先生既有的學術成果有所擴展，加以進行更為立

體性地延伸，而得以更為彰顯道教研究的豐富性與重要性。

劉枝萬先生（1923-2018）的人生生涯與學術發展，這兩方面都是複雜而

多重的（參考劉枝萬口述，林美容、丁世傑、林誠毅 2008），他的生命史大致

可分為兩個交互重疊的段落，在日本的求學和在臺灣的研究調查（參考陳美蓉 

1995:142）。他出生於臺灣中部日月潭附近的山間小村落，公學校（小學）畢業

之後遠渡東京，進入中學讀書，在日本中央大學預科畢業後，即進入早稻田大

學文學部，專攻中國歷史與民俗研究。二戰後（1946年）劉先生輟學返臺，回

到故鄉埔里初中擔任歷史老師。爾後劉先生又於 1969年再度赴日本東京大學東

洋文化研究所，完成其民俗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而於 1977年以論文《中国道教

の祭りと信仰》獲得東京教育大學文學博士（陳美蓉 1995:142）。

劉先生在日本求學時，受到日本民俗學的薰陶，返臺後即從事各種民俗學

調查，首先由鄉土歷史的教學與調查工作開始，爾後歷任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省文獻委員會、省立博物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期間（1964-1989）則致力於臺



2　道教復興與當代社會生活

灣民間信仰與道教的考察（陳美蓉 1995:143），其中尤以道教醮儀的研究最為

膾炙人口。

劉先生進入民族所專職研究之後，共有七本專著發行，即《臺北市松山祈

安建醮祭典》（1967）、《中國民間信仰論集》（1974）、《中国道教の祭りと信

仰．上卷》（1983）、《中国道教の祭りと信仰．下卷》（1984）、《台湾の道教

と民間信仰》（1994）、《台湾の法教》（2018）。這段期間，他由建醮祭典的

田調開始，而進入道教與民間信仰研究的領域，孜孜耕耘，著述不斷（林美容 

2018:10）。

目前本書所想要發揚光大的，是有關於劉枝萬先生對於道教的研究—尤

其是醮儀研究—的這一部分。劉枝萬醮儀研究的主要特色，在於鉅細靡遺的

田野記錄與訪查，兼及道教發展在臺灣的歷史淵流、傳承、派系和社會網絡，

以及田野實際所見、所觀察到的道教與法教間的關係，而這種複雜的關係，往

往是體現在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道法兼行的職業生涯上。

劉枝萬先生的道教研究成果，雖主要出版於 1980年代，但其後續影響極

為巨大，這使得劉先生成為了臺灣道教研究的開山祖師。另一方面，可以說相

當令人意外的是，被劉枝萬先生自己視為冷門的道教研究，不僅愈來愈成為人

文社會科學中的重要課題，甚至於道教團體與道教儀式，在整體社會裡也日益

興盛與蓬勃發展。隨著道教研究的方興未艾，及道教本身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所

扮演角色的愈形重要，劉枝萬先生道教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學術性意義，也愈益

顯豁。

中研院民族所為紀念劉先生的個人風範與研究典範，以「道教復興與當

代社會生活」這個主題，來表達對其學術遺產的承接、批判與發揚光大之意，

也以此來緬懷劉枝萬先生對本所道教和民俗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研討會於

2018年 11月 16日舉行於中研院民族所。當時會議規劃為專題演講與三個場

次。專題演講由林美容教授主講，講題為「純學者的典範：劉枝萬先生的學術

志業」。研討會則共有七篇論文參與討論，分別為︰

（一）〈當代道教復興現象與反思〉，發表人謝世維，評論人為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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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儀式、道壇與宮觀：當代道教復興的多樣性與典型〉，發表人林振源，評

論人為謝世維。

（三）〈「當代道教復興？」的社會學意義與社會學解釋︰由 Max Weber的觀點出

發〉，發表人丁仁傑，評論人為林錚。

（四）〈刀梯的想像與真實：談民間道教〉，發表人葉春榮，評論人為謝聰輝。

（五）〈誰可以登壇行道？—試論四川「廣成道士」的身分認同〉，發表人蔣馥

蓁，評論人為張超然。

（六）〈道士駐廟：臺灣北部道壇與宮廟的競合關係〉，發表人張超然，評論人為

林振源。

（七）〈民間信仰與道教儀式：以戰後臺灣嬰靈相關信仰為例〉，發表人陳宣聿，

評論人為張珣。

會後各篇學者根據評論人和與會學者的意見做了相當修改，並根據嚴謹審

查程序進行了修訂。七篇論文中林振源的會議論文〈儀式、道壇與宮觀︰當代

道教復興的多樣性與典型〉，因為牽涉到對中國廣大區域的田野考察，林教授在

會議中報告了初步的調查成果，但會後未能完成論文。而另一方面，因為林教

授對臺灣北部道法二門小法事的田野調查已相當成熟，林教授乃另行投遞新作

〈閭山三奶法：臺灣北部道教小法事〉，這份新作剛好涉及了劉枝萬教授早年對

臺灣北部道法二門譜系分類與溯源的討論，頗能彰顯劉枝萬先生學術志業中的

一個片段，經過斟酌，我們乃讓這一篇文章進入審查程序。

經過審查與修訂，本書最後共有導論一章和論文七章，除導論外，一共分

為了三個相互有關的主題︰

導論

第一部分、道教復興課題的當代省思

第一章、當代臺灣道教復興的社會學意涵︰由 Max Weber的觀點談起

第二章、當代道教復興現象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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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科儀道教中的兩種溝通模式︰教典性訊息與自我參照性訊息間的辯證

第三章、刀梯奏職的想像與真實

第四章、閭山三奶法：臺灣北部道法二門的小法事

第五章、誰可以登壇行道？—試論四川「廣成道士」的身分認同

第三部分、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共構與競合

第六章、道士駐廟：臺灣北部道壇與宮廟的競合關係

第七章、當代臺灣嬰靈信仰的發展與道教血湖超度儀式的演繹

由這三個部分來對焦，我們想要就道教在民間社會網絡中的位置，久經歷

史沉澱後，它所具有的內在與外在的屬性？影響及於漢人民眾宗教的性質？道

教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於道教在當代社會中發展的展望等等，做一個總

體性的檢討與反思。

二、如何看待當代的道教復興？

道教在臺灣漢人社會的宗教生活中，是屬於比較深藏於大眾層次的宗教型

態，因此需要相當的考掘與釐清，才能理解其傳播、分佈與基本型態。誠如李

豐楙（2006:278-280）所言︰

在臺灣的諸多宗教中，道教確是比較不易定位的 : 或將道教的涵蓋範

圍過度擴大，許多信仰習俗（如童乩）也多可歸於道教名下 ; 也有的

將道教又過度縮小，只視為民間信仰的一部份。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未

能釐清道教的宗教本質 : 既有制度型宗教的性格，又與民眾的信仰生

活融合為一，而被視為普化的宗教現象，此乃因其為民族宗教，道教

正一派火居道的道士職能早已與聚落居民（社民）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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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經典、儀式實有賴於「文字教」，其中也保存有部分口教的秘傳

性，因而其神秘符號所蘊含的文化象徵意義都與創教期的文化系統有

關，廣泛及於宇宙論、天文學及身心之學。……如是的宗教傳統乃是

長期積澱而成，又在地方性傳統中適應變動而自成一格。只有如此理

解臺灣正一派的火居道，在其家傳或師授的傳授中，雖則問有階層浮

動卻大體仍能維持其神職祭司身分的穩定性，終能成為「世業道士」

的傳承譜系，類似的調查研究自需善自整合，才能拼合出完整的「火

居道」圖象。

簡言之，臺灣的道教傳統，是充滿了地方色彩的火居道士，但也有著嚴密的師

承，對道士以外的人來說，它充滿了神祕性，卻又是混居於市井之中，要揭開

其面紗，完成道教這幅圖像的拼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此複雜拼圖的拼合與辨識來說，劉枝萬先生實是功不可沒。劉枝萬

（1967:48-49）在調查松山醮儀（1963年）時，主壇高功是何鏗然，而何鏗然師

事林厝派林清江，劉枝萬當時就詳細考證了北部的兩大道教派系，成為爾後大

家了解臺灣北部道教源流的基礎，以下數段有關道脈與道法分類的刻畫極為經

典，文字表面上看起來是簡單的白描，但實則不知道是與多少道士日夜相處和

探問觀察，才可能出現這些通透歷史軌跡與圈內發展的描述︰

此次應聘主持臺北松山建醮之道士何鏗然，法號頂通，住臺北市林

鎮。生於 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年高德劭，係現在臺北一帶碩

果僅存之老道士。原籍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青龍里石神社何地坑仔

尾。……何道士之派系，自稱天師派，正銜作「太上三五都功經籙

神霄執法輔化仙官」，平時僅稱「天師門下」。並奉三奶夫人，兼修

「紅頭法」，自稱三奶派，故屬「紅頭師公」，而不關與喪事。

臺灣北部自稱天師派之「紅頭師公」，又分為林厝派與劉厝派之兩股

勢力，均淵源於福建漳州。……林厝派是距今約一百五十年前即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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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乃至道光初年，有林章貴道士法號演達者，由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隻身渡臺，居住今臺北縣中和鄉中原村士名芎蕉腳。……

劉厝派是清初，劉師法由福建省漳州府渡臺所傳者，在臺灣北部，與

林厝派分庭抗禮，日據初季，外號烏狗仙之時，曾盛極一時，其後竟

無傑出人材，但派下仍多，形成一股勢力。

林厝派擅長於建醮祈安植福之事，而劉厝派則善於驅邪押煞、消災

保運之「紅頭法」。但以兩派均屬天師門下之「紅頭師公」，志同

道合，故經常合作，絕少反目。林厝派者，在法號之第二字，必用

「廴」部首，例如鼎通之「通」字；劉厝派則是用「冫」部首，以資

識別。其他，尚有李厝派與何厝派兩股，但其勢微不足道云。（劉枝

萬 1967:48-49）

其後，勞格文在 1986-1987年間所作的田野調查，便是以劉枝萬所做的調查基

礎上，繼續作進一步的考證，並完成了〈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1996）

與〈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續篇）〉（1998）兩篇論文。

但是，考諸其歷史源流與社會網絡是一回事，如何去評估其在整體社會

裡的位置和影響力則是另一回事。正如本書後面第一章引用劉先生演講中的說

詞所呈現，他在田野調查之餘，很清楚地看到道士這個職業在社會階層裡的低

微，但實際的相關討論（道士的社會位置）並不多。要直到後期以日文撰寫

的〈臺灣的道教〉一文中，劉先生才開始較密集地去探討這一方面的課題，不

過，在該篇文字中，他對臺灣道教的描述是相當悲觀的，他認為，在臺灣，道

士在民間信仰中雖還會占有一席之地，但這只不過是一種頑強的掙扎（劉枝萬 

1996:116）。

然而，輾轉之間，進入當代社會以後，不同於劉先生預期的是，臺灣道士

社會地位的低微，顯然是隱而不見了，反而，在形勢上，道士現今已成為了傳

統文化的中流砥柱，道教也進入了國際學術研究和現代非營利組織之林，具有

了不可輕估的社會影響力。為什麼這些發展和劉枝萬先生當時的預測會差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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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大呢？

討論之先，我們先來檢視既有文獻裡已有的一些討論。

道教復興課題的當代關注

對當代地方道教田野的考察，必然會涉及道教的歷史屬性，以及道教如何

在現代化的情境裡重新調適而甚至得以重生或復興的課題。這一方面目前已有

數本專書與文章出現，本書第二章中謝世維的文章裡，也已對這些文獻作了相

當的回顧。

基本上，中國大陸在 1980年代以後，政府在恢復傳統宗教的前提下，道

教在各方面得以修復並開放，信眾也可以自由參拜，這些政治因素讓本土性的

道教在中國得以迅速恢復。華人歷史情境裡道教與國家間複雜的政教關係，以

及道教如何在 20世紀末期隨著地方傳統的復甦，它也跟著在各地有不同方式的

復原歷程，這一部分可以參考 Kenneth Dean（2009）的詳盡回顧。有幾本專書

則更全面檢驗了中國大陸 1980年代以後的道教發展，譬如說 Xun Liu（劉迅）

& Vincent Goossaert（2013）年所編出版的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書中所呈現的是，全真教如何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經典

與身分認同，並達到了充分的地方化，這不單只是出家修行傳統，而是以道觀

為中心向地方或信眾提供各種儀式與療癒的道教生活系統，這打破了我們過去

對全真教的想像。而在現代化歷程裡，如該書中 Liu（劉迅）（2013）所提供的

全真教河南玄妙觀的例子則顯示，它建立了各種現代學校與醫療中心，可以說

是亦步亦趨地跟上了現代化的腳步。

Xun Liu（劉迅）（2009）自己所寫的專著，則是以近現代極具影響力的仙

學大師陳攖寧（1880-1969）的一生志業為例，讓我們看到現代丹道的弘揚，

如何能與現代科學、國族主義、全球文化競爭與都市化情境等，有著緊密的聯

結，這當然也影響了丹道內容的選擇與傳佈，包括女丹的重視，以及丹道對現

代人所產生的新的文化意義等等。

David Palmer和 Xun Liu（劉迅）（2012）所編 Dao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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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Eternity and Modernity，是另一本重要的研究文集，書中 11篇文章，

全面探討了︰（一）道教專職者的現代學院訓練，與各種現代廟宇管理模式的

引入；（二）道教身體修練；（三）道教的國際網絡與全球化等三個面向的現代

化的歷程，其中包括了新論述的建構、靈修運動的提倡和各種新組織的出現，

可以說是多方面呈現了道教在中國的當代風貌。

以上三本書的案例多半來自中國，華人社會的自由民主地區，則呈現了異

於中國的發展面貌。一系列由黎志添所編（2005、2013）和他與游子安及吳真

（2010）合著的著作中，則讓我們看到，香港地區的道教發展，有相當濃厚的地

方特色，尤其是眾多的呂祖道堂、正一派的喃嘸道館和先天道堂共存是其特點

（黎志添、游子安、吳真 2010:2）。清末以來，香港一方面是廣東人避難的港

灣，一方面並沒有政府的刻意干涉，從廣東傳入的道教團體、扶乩信仰、經懺

儀式和科儀經書，獲得了較好的保存和發展的機會，而且隨著社會進展，許多

還發展成為具有現代城市特色的道教組織（黎志添、游子安、吳真 2010:2），

也讓我們親眼目睹到道教積極參與文化與教育活動的各種可觀的社會成就。

臺灣部分，除了李豐楙（2011）對當代臺灣道教發展的幾個新趨勢曾加以

描述與討論以外，其他的相關著作並不多，而李豐楙的歷史回顧裡，特別點出

了臺灣道教發展中所呈現出來的新趨勢：（一）從傳統宗教管理制的道籙司轉

換為民間組織，道派的傳承社團化為道士團體；（二）道壇結合道廟，使傳統

地盤擴大形成其行業圈；（三）丹道與科技合作，裨轉型為現代人可以接受的

養生方式；（四）道教的學術化，經道教研修到教研機制，已成為新形態的教

育體制；（五）順應全球化趨勢參與國際化宗教活動，配合世界各宗教共同促

進人類的和平。

晚近，謝世維主持，並有林振源參與，由政大華人宗教中心與美國普渡大

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共同合作，於 2016-2019年間所展開的「當代中國佛道教口

述史研究計畫」，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了中國大陸數十位道長的生命故

事，並嘗試建構一個非權威性的史觀，雖然研究成果還在整理當中，本書中謝

世維書寫的第二章，則是對該研究成果的一個鳥瞰式的回顧，呈現了地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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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的存續，如何關鍵性的影響了不同地區的道教復興。此外，這個計畫後續

中的一部分，以政大華人宗教中心為主體，2019年也編輯完成了《道法縱橫：

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一書（謝世維與林振源主編），除了對歷史上複雜的道法

複合現象予以分析，更由當代閩、臺與華北案例中，讓我們一窺複合互動下的

道與法，在環境與時代變遷中，如何能不斷推陳出新，而沒有所謂絕對的標準

化，只有所謂「活的道教」。

以上，一方面讓我們看到既有研究對於道教現況的關注，一方面我們卻也

看到，既有研究多半以案例的田野考察為主，缺少理論層次的整合性，而且，

關於道教現代化的觀察幅度太過寬廣，由丹道到全真派，到正一派，到各種靈

修運動，都被學者看成是當代道教蓬勃發展的例證。

由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固然能看出道教在當代社會裡的全面性的影

響力，不過，出於特定的學術旨趣，本書想要將考察的焦點與問題意識作一個

相當範圍的限定。我們會限定在︰

（一）僅以地方社會裡的道教科儀做為考察重點，而並不包含科儀以外如丹道、

醫療、靈修等等其它的面向，這是出於階段性的研究策略的考量，希望能

先就道教在華人社會裡最為關鍵的社會立足點進行考察，以在理論與經驗

層次做好準備，產生更為敏銳性的方向感，以在下一階段進行更具有理論

指向性的分析與考察；

（二）本書主要還是以臺灣所盛行的正一派火居道士的傳統為分析上的重點，我

們認為，這種歷史演變中所形成的道教非制度性的組織特徵，更顯明的

展現出華人宗教的特性，以此歷史案例來做分析，不論在經驗與理論層

次，都能更有收穫。其實，已如前述 Xun Liu（劉迅）& Vincent Goossaert

（2013）所指出，即使如全真派，在民間的脈絡裡，也更多是一個鑲嵌在

地方情境裡的信仰與儀式傳統，而並非僅是嚴謹的道觀體系，本書的直接

就以非修院性
1
的火居道為分析對象，可以說是在現象的針對性上，更直接

1 感謝林玉珍教授建議，在討論道教的脈絡裡，我應將 monastic 一字譯為修院性，而

非僧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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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面對華人宗教的非制度性，或者說「鑲嵌性」（embeddedness）的特

質，並嘗試以此來建構出適當的分析性框架；

（三）本書雖然也包含中國大陸的案例（如第二章與第五章），但這主要還是出於

對照性的目的，整體而言，本書仍是以臺灣的當代現況，做為經驗層次與

理論層次的關注重點，這一方面是出於能和我們所要紀念的劉枝萬先生進

行現象層次上的對話，一方面更是因為，已經先行進入後期現代的臺灣，

是一個豐富的關於各種現代、後現代與傳統因素並存的同時性的情境，利

於觀察也利於做理論層次的思考，有可能在各個方面產生豐富的學術議題

上的啟發性，道教研究自然也是如此。

總之，隨著本書內容的開展，以及相關分析框架的建構，本書以上幾點方

法論上的考量點和議題討論上的特色，會逐一被揭示出來，這也讓本書具有相

當的特色，是現有相關課題的研究著作中較少見的，這種特色，和我們出於紀

念劉枝萬先生學術成就的出版旨趣之間也是相互呼應的。

不過，儘管已有如上所回顧的研究文獻，在我們真的要實際進入對於當代

道教現況的討論時，仍然必須要去面對這些極為基本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來

看待當代道教的發展？它是否有所復興？它在整體社會裡的位置起了什麼樣的

一種變化？我們又該如何來評估道教未來的發展？本書前兩章，將會先由這一

些較為理論性層次的課題，揭開本書的序幕。

與現代性衝擊對話下的道教發展

歷史上道教曾所出現的衰微，固然部分出於中國歷史本身內部的脈絡（參

考第一章），但對它面臨現代社會和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以後所出現的新挑戰與調

適，則讓我們必須要重估其內在性格，並在經驗層次考察其適應時代的能力與

方式。

本人書寫的第一章〈當代臺灣道教復興的社會學意涵︰由 Max Weber的觀

點談起〉，雖然主要是以引述Weber為主，但主要目的也就是在把道教放在這

個與現代性衝擊相對話下的脈絡裡來做檢視。Weber曾將道教在中國看成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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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巫術的傳佈與傳統主義的強化，這當然不利於其所刻畫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發

展。但是道教界自身，尤其是道士集團，會如何來看待其時代的挑戰並進行調

適呢？

實際考察當代地方脈絡裡的道教，我們意外發現，與其說道士集團曾認

真地去面對了現代性的衝擊並提出回應，在真實的歷史脈絡裡，至少在當代臺

灣，他們的焦慮，並不是直接來自於道教是否能適應於現代社會的問題，而

是︰民間信仰蓬勃發展中，道教並未能得到內在性的振興（道教內涵被更多人

認識），以及，當佛教以人間佛教的路線大大提昇了其社會地位，並擴展了其在

都市裡的的宗教市場佔有率時，地方化，且半世襲性的道士集團，並沒有能真

正跟得上新興中產階級的宗教需求。

換言之，評估這種情況，Weber所說對的是，道教發展的確已被框限在傳

統主義和半世襲性的職界階層中，而難以產生內在性的轉折。但他所忽略不

提，或者說至少當我們重讀Weber，並據以去檢驗當代的田野現場時，值得我

們特別去加以注意到的是，除了缺少菁英階層的代言與革新之外，有著緊密聯

結地方群眾基礎的道教，即使曾歷經巨大的現代性的衝擊，也面臨過國家的箝

制，但其源源不絕的生命力，以其強韌的社會網絡與地方社群生活的需要，使

其生機始終得以綿延，也能不斷在新的舞臺情境中，找尋到適當的出路，而以

各種方式呈現出了道教與現代人的聯結性，這其中，「人生道教」，更是某些道

長辛苦摸索中，所看到的同時兼具地方性與全球擴展性的新出路。

民間信仰自發性發展底下的北臺灣正一派道教是如此，但就整個中國來

看呢？

地方社會網絡斷層與道教復興

相對來講，臺灣地方社區固然受到政治力量與都市化過程歷經相當衝擊，

但社會網絡與地方文化並未真正歷經強烈的斷層和摧毀。道教的當代新發展，

有很大的一部分出於世俗化情境中，佛教的調適成功與崛起，而所帶給道教的

市場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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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大陸來講，民間文化與民間社會網絡都面臨了劇烈的斷層與摧毀，

道教信仰的恢復，是需要由這樣的環境裡慢慢尋找其重生的機會，這是兩岸最

大的不同之處。

如同第二章謝世維所說，所謂道教復興是中國當代整體宗教復興的一部

分，但是它的復原規模遠遠不及 1949年以前的狀況，它也絕無整體上影響當代

中國人的生活，毋寧說這更接近一種世俗化的革新，以及出於中國改革開放以

後對於民族宗教的政策性的扶持。而且，在中國宗教復興潮流裡，它還要面對

佛教的崛起，以及家庭教會已填滿了許多地方社會的基層網絡，這些都大大壓

縮了道教的發展。

不過，作為一種傳統力量與宇宙觀，謝世維評估︰「道教並無消亡之慮，

道教所涵蓋層面極廣，永遠能夠再次展現新的活力，並且以各種嶄新的形式流

傳於當代。」

謝世維指出，復興傳統意味著對「正統性」的恢復，但傳統不是與現在對

立的概念而是以一個動態性的歷程，回應變遷的社會情境，換言之它是一系列

的文化實踐，這些實踐的目的是將過去的累積，放置到當代的社會文化脈絡之

中。由此，道教復興指的是恢復道觀、叢林制度、傳度科儀、授籙儀式等制度

層面，以及恢復過去地方道士與民間信仰網絡的連結。不過，因為破壞已深，

它必然將歷經種種集體記憶的創造與重構。

然而面臨新的世俗化情境，謝世維指出，這個復興中的創新，目的在讓道

教能在當代社會裡取得發言權。據他觀察，這個復興中的創新，至少有三項內

涵︰其一，官方的道教機構開始經營道教學院，內容同時包含道教內容和世俗

的學科，更重視道教知識的宣講，儀式技巧則還要向校外的火居道士學習，這

種體制也改變了道教原來傳統師徒制的教育體系；其二，原本秘傳的科儀和音

樂，開始悄悄地改變。加入流行樂、西洋樂器或民謠的元素；其三，新媒體和

科技帶來了創新。宮觀、廟宇已經普遍使用電腦，經書、抄本更容易拍攝、影

印流通，並透過社群媒體進行串連、交流。

謝文中指出，傳統社會裡道教儀式是依附在民眾信仰的體系與實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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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體歸屬的性質高於信仰，但當代的地方社會網絡受到中國幾次文化運動

的摧殘，它已呈現半真空狀態。「近年來家庭教會與各式基督教在部分區域很快

取代這個人際網絡關係，建立基督教信仰。許多鄉村社會原有的地方神祭祀系

統與廟宇尚未恢復，基督教在既有的人際、社會網絡下，尤其是女性與老年人

中，迅速地傳布福音，改變了地方社會的宗教地景。」於是，雖然說在中國，

道教已脫離了封建迷信的標籤，並得到了官方賦予的合法性保障，但遭破壞的

地方社會網絡以及急遽的都市化，使得道教在地方地景中的位置已難以復原。

不過，也如謝文所述，這中間存在著很多地方性的差異，有些原本民間

信仰網絡特別綿密的區域，例如福建、浙江、江西，則得到相當程度的復原，

甚至可以說是復興；另外，在中國有許多民間信仰的特區，被列入所謂的「民

間信仰事務管理的試點工作」項目，例如貴州、湖南等地。地方道壇也相對

恢復較為完善，道教活動顯得較為興盛。相對的，謝世維引述 Stephen Jones

（2011、2017）的研究，在中國北方（山西陽高縣的正一派道士），近二十年

來，道教儀式在華北民間部分區域呈現的是逐漸衰弱而非復興，道教科儀只侷

限在喪葬儀式的形式裡。

地方社會網絡恢復的局部性，固然限制了道教復興的幅度與規模，不過，

其實，作為一種民族記憶，誠如謝文中所述︰「當一個時代重新憶起『道教』

這個符號、重新認知道教的內涵時，反映的是一個時代、一群人的思想和生

活，與過去連結的方式和程度，也反映出他們對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帶領下

一世代的方向。最後藉著『象徵』開啟一個社會連結道教的嶄新視角，讓相異

的元素可以與道教相連，進而創造道教的新元素，活化道教的生命力。這是一

趟耐人尋味又值得追求的旅程，是在代代傳承的精神延續當中，對道教歷史與

傳統的追尋與再造。」

簡言之，道教做為一套完整、但卻又開放的符號系統，可以幫助我們連

結到自身傳統的文化基因庫（施舟人 2002），而藉著新的象徵符號與道教的聯

結，則又活化了這一套符號系統的永恆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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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儀道教中的兩種溝通模式︰　　 
教典性訊息與自我參照性訊息

不過，要經驗性地來談論道教，範圍極其廣泛，舉凡仙道、丹道、老莊文

學，甚至民間流通的山醫命卜相五術等，都可以說是道教的一部分。為了討論

上更有焦點，本書基本上將把道教鎖定在所謂的「科儀道教」這個層面上。

科儀道教

歷史上看起來，道教是中國本土信仰和宗教運動中的書寫傳統，道教的範

圍是經由經籍教典來加以界定的（Schipper 1995）。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這

個書寫傳統，卻又幾乎是完全落實在科儀的操作當中。

誠如程樂松（2017:206）所述，「道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儀式化的信仰系

統」。現行的《正統道藏》記錄了明代道教文獻的基本型態，其中有許多鴻篇

的科儀文獻，Schipper and Verellen（2004:2）所編的英文本的 The Taoist Canon

（《道藏通考》）中就統計出來，現行流通的《正統道藏》（1445年印行），其中

有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是科儀文獻。《正統道藏》中的〈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

祝願儀〉一文，南北朝的陸修靜（406-477）如此說道（粗體為筆者所加）︰

經言：夫感天地，致羣神，通仙道，洞至真，解積世罪，滅凶咎，卻

怨家，修盛德，治疾病，濟一切，莫過乎齋轉經者也。夫齋直是求道

之本，莫不由斯成矣。此功德巍巍，無能比者。上可昇仙得道，中可

安國寧家，延年益壽，保於福祿，得無為之道；下除宿愆，赦見世

過，救厄緩難，消滅災病，解脫死人憂苦，度一切物，莫有不宜矣。

其中，齋直是「六齋」和「十直」，分別指應該遵守戒律的六個及十個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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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引申為廣義的齋儀
2
。簡言之，齋直是求道之本，科儀上可以感通天地，內

可以修德，外可以治病，成為道教之做為一門宗教，其實踐歷程中，表現在外

的一種最為流通的社會性的形式。而當 1968年在義大利舉辦的第一屆國際道教

研究會議時
3
，由哈佛大學的漢學學者 Holmes Welch主持，參加會議的 Schipper

當時所提出的論文題目即為 “Taoism: The Liturgical Tradition”（參考Welch 

1969），簡言之，做為一個活的宗教，Schipper精準地直接將道教，以天主教彌

撒禮的形式來加以框限與定義，正確地注意到了儀式層面，是道教最為核心地

參與到民眾日常生活裡的一個形式。

在此，如果我們接受將 liturgy對應為是「科儀」的話，本文於是會將以

「科儀」，做為定義「活的道教」的核心概念，並想依此判準來加以限定本文的

討論範圍與焦點。也就是，當我們討論道教的存在與復興，範圍極其廣泛，我

們將會以「科儀道教」做為主要的焦點，因為它是「活的道教」裡最主要的存

在形式。而這個科儀道教，進一步，根據 Schipper（1993:72）對道教的描述︰

「首先，道教的儀式性傳統是一套追求社會身體自主性的宏大結構系統。將個人

整合進這個身體的整合性是經由儀式，也就是科儀來達成的」。

為了討論上的便利，出於本文的目的，對於科儀道教（Liturgical 

Taoism），我會給予這樣一個形式上的定義︰與一套文字經典傳統關係密切的儀

式系統，其構成人員可分為專職或兼職的儀式專家、儀式的參與者、以及儀式

所要服務的受眾。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也正如同呂錘寬（1994:12）所述︰

在廟會活動中，道教儀式為隱性的，不對一般人公開。醮期之內，百

姓例須齋戒，市場禁屠，封山禁水。而當廟宇外活動熱鬧非常，廟宇

正殿所建內壇，則通常是道士展演科儀之處，肅穆而平靜，絕大多數

2 感謝吳瑞明先生提供相關解釋。

3 20 世紀 60、70 年代在義大利、日本和瑞士舉行的第一、二、三屆道教研究國際會

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oist Studies）。



16　道教復興與當代社會生活

來往廟會的人並不知有此一場所的存在。……但卻有極為重要的象徵

性意義。

換言之，科儀道教的展演，在很多時候，儀式所要服務的受眾是看不到其

中的展演的，那麼，放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層次，我們該如何來理解這個對

大多數的民眾而言似乎不存在，但事實上卻又是有著極為重要象徵性意義的道

教科儀呢？

教典性訊息與自我參照性訊息

以下，為了便於討論，我想要先從溝通形式上來理解道教科儀，而以這種

方式來分析科儀道教，將能非常有助於相關課題的彰顯與開展。

生態人類學者 Roy A. Rappaport（1967）曾將人類環境區別為兩類型︰「認

知環境」（cognized environment）與「操作環境」（operational environment），

前者是當地人世界觀中所理解的環境，後者是外在生態環境平衡下的客觀處

境，前者與後者間會透過儀式而有所銜接，而創造出某種動態性的平衡。在這

個生態學的意義上，Rappaport（1999:24）定義儀式為︰「相對而言具有著不變

次序的一種正式行動與言說，而其內容並非完全能夠由展演者所加以定義」。

Rappaport（1999:11-17）認為，相對於儀式的是語言，語言是廉價、先

天不可信賴、而且永遠帶有欺騙性。語言背後因此需要某種工具去保障語言的

可信賴性。儀式即應此功能而出現。儀式既昂貴且具有重複性，這種儀式不

變與永恆性的性質，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出現，是社區克服語言脆弱性的手

段，它保障了社區內發生社會關係的言說背後所具有的可信賴性（Rappaport 

1999:15）。

儀式的兩個普遍性的元素是︰（一）它構成了行動與言說形式上的不

可變動的順序；（二）參與者必須根據這個不變的順序來進行展演。於是，

儀式定位了一套標準的行為，超越於個人的意志，並構成了所有傳統的基

礎（Rappaport 1999:23-68）。儀式是所謂「基本的社會行動」（Rappa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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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39-168）。

而根據 Rappaport（1999:52-54），儀式中的訊息傳遞，可以被廣泛地區

別為兩種類型︰教典性訊息（Canonical message）與自我參照性訊息（Self-

referential message）。自我參照性訊息僅是關注於個人目前的生理、心理或社會

狀態，以及關注於當事人被限定在目前情境裡的身體。教典性的訊息則不會被

限定在當下的情境裡，它總是包含著過去既有的言說與行動，秩序、歷程或實

體、物質性、社會性、抽象性、理想性或精神面向等之超越於現在的一個規範

性的存在狀態。相較之下，自我參照性訊息代表著事件中的、眼前的、具體的

攸關生命的面向；教典性訊息則代表了宇宙秩序普遍性、持續性、甚至永恆性

的面向，這個持續性的特質，尤其會以象徵性的元素（例如說透過其傳遞過程

的明顯的不變性）來加以表達。

放在實際的時空範圍裡，尤其是以我們對漢人宗教中科儀道教的理解，要

說明以上概念性的區分並不困難。我們先引用一段呂錘寬對臺灣北部正一派道

士醮儀的說明︰

正一派的全套科儀，根據演出的順序分別為：發表、啟請（又稱請

神）、午供、解結、祝燈延壽、早朝、午朝、晚朝、開啟、禁壇、重

白、宿朝，最後則有拜天公與普度。每個科儀都具有特定的作用，如

發表科儀以發送表文至天上各界，使不同階層的神明知道凡間廟宇從

事的法事活動，啟請為啟告並奠獻前來醮壇的神明。早朝、午朝、晚

朝、宿朝合稱為四朝科，這四個科儀為道教科儀中結構最複雜者，

彼此的結構基本上相同，唯一的不同為儀式的目的，早朝朝覲度人

三十二天大帝，午朝為雷聲普化天尊，晚朝為北斗九皇大帝，宿朝朝

禮玉皇上帝與泰皇真君。

正一派道士常用的經書有：《五斗經》、《三官經》。《五斗經》之中

以《北斗經》與《南斗經》最常用，由於《北斗經》能消災，《南斗

經》解厄，功能最大之故。懺文方面有《星辰懺》、《三元懺》，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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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法事則有《朝天大懺》（計十卷）。

道教儀式演出的空間，通稱為道場或道壇，如為建醮的場合，也稱為

醮壇。……道教神明的布置分為三個空間，正面為道教最高階的神明

三清大帝，以及玉皇上帝與紫微大帝，兩側為左右班神明。（呂錘寬

2005:340）

這裡顯現，道教科儀是一種相當典型的教典性訊息的傳遞，它反映了宇宙

秩序普遍性、持續性、與永恆性的面向，各種象徵性的元素在表達這樣一個永

恆性的時空。為社區或為各家戶的祈福，不單只是關注於當下的情境，而是必

須要放在一個以科儀文本為基礎所展示出來的宇宙永恆性的秩序裡。

而當我們以訊息傳遞的角度來看待儀式，以下許麗玲對臺灣北部正一派

「道法二門」宗門底下的道士的描繪，就顯得不是那麼難以理解了︰

臺灣北部的紅頭法師大多屬正一派道士，和中、南部的靈寶派道士不

同的是他們不為人主持喪葬儀式，除了為廟宇主持道教的醮典或禮斗

法會等儀式之外，他們平日大多為人行使消災解厄的驅邪儀式。……

基本上法師們認為驅邪儀式和道教科儀是兩種不同的儀式傳統，他們

以「法場」來稱呼大補運儀式，以之區分「道場」的科儀。雖然這兩

種儀式都有手抄本的傳承，但是只有道場的儀式抄本才稱為「科儀

本」，而法場儀式的抄本則被稱為「底本」或簡稱「底」。相較於道

場上常見他們將科儀本放在桌上「照本宣科」的作法，在法場儀式中

是見不到任何一本抄本，所有的唱念全部都是憑藉記憶。那是因為法

場儀式較具變化的空間，一切都是口傳心授，法師可視不同的儀式需

要自行增改儀式內容。至於抄本的作用則只是供作法師學習記憶的底

本，不若道場的科儀本其本身就具有儀式上的意義。臺灣北部正一派

道士的宗師上寫的是：「道法兩門歷代祖本宗師」，指的正是他們這

一派的道士同時傳習有這兩種不同傳統的儀式。（許麗玲 19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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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場科儀裡，文字本身是有一種特別的內在性意義。而法場，本質上是屬於

對案主當下身心狀態的對治，相對而言，自我參照性訊息較濃厚，而並無包含

太多可能傳遞得出教典性訊息的象徵符號在其中。

不過，由這段許麗玲的文字中，尤其是最後幾句話裡，也出現了一個相當

值得去加以探詢的問題。我們看到，教典性訊息與自我參照性訊息事實上涉及

的是兩種儀式操作，但現在關鍵在於，北部道法二門宗派的道士，同時傳習了

這兩種做法（前者稱道場科儀，後者稱法場科儀），其所針對的對像，隱約也有

集體性層次（往往更多為教典性訊息所傳遞）與個人性層次（往往更多為自我

參照性訊息所傳遞）之間的差異，雖然場合與時間不同，但名義上，這又是由

同一位道長所體現出來。這種情況，已顯現出現實情況裡的複雜，也顯示兩種

訊息間，可以不必帶有內在性的排斥。

換另外一種角度來問這個問題，如果說在現實上，標榜著教典性訊息為

其所傳遞的核心訊息的科儀道教，其實它背後還參雜著大量的自我參照性訊息

的時候，那麼這套文本性的儀式傳統，到底，在後設性的層次，是怎麼樣擺設

其經典文本背後的意義呢？而這已經成為了我們要經驗性地去理解科儀道教的

實貌—或更根本來說，社區或一般民眾在敦請道士進行科儀實作時的實踐旨

趣—時，所完全不能迴避的問題了。

只存在於一種道教，也就是民間道教？

現實社會裡確實很難存在有純正的科儀道教，那種完完全全以文字傳統來

對宇宙性永恆秩序加以背書與展演的儀式傳統。但是，如果說就連道士的「就

職典禮」，也參雜了各式各樣的民間信仰元素（幾乎都是屬於自我參照性訊

息），那麼，所謂的以教典性訊息為主的科儀道教，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於現實

裡呢？

本書第三章，葉春榮就以道士個人奏職為目的之登刀梯儀式，進行了田野

觀察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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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教的傳統裡，全真派的傳戒與正一派的授籙都有一套完整的制

度，作為傳承教徒的規範。在臺灣，天師府從不曾授籙，臺南以南的

道士，通常是一個道士已經學了各式科儀許多年，前場、後場都得心

應手，或者說「五張椅子都坐穩了」，得到師父的認可，才能舉辦登

刀梯奏職，因此在臺南以南登刀梯是晉升道長的門檻，一個道士經過

公開的爬刀梯儀式才被承認為道長。

這個攸關道士身分確認與提升，理應是最核心的道教科儀，葉春榮詳盡

羅列出十餘場登梯儀式的案例。根據他的觀察，在現實情境裡，完全沒有所謂

理想道教的形式（符合特定的文檢體例、不參雜民間的神明與五營、不包含乩

童、不用牲禮，不會出現法派裡的名詞等）。甚至於，我們若硬要去區別出菁英

道教與非菁英道教間的界線，這都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在人間，其實只有

一種道教，也就是所謂「民間道教
4
」。

葉春榮的論文在會議當時就引發許多激烈的爭論。尤其是評論人謝聰輝教

授指出，登刀梯原本就是源自於法教的儀式，這本已為學界所公認，不值得大

驚小怪。

如學界近年來所累積的研究成果所指出，宋元以後法教的興起，以及道教

4 關於「民間道教」這個詞，用葉春榮自己的話來說︰「由刀梯奏職所顯示的道教與

民間宗教的結合，道士刀梯奏職的過程裡，醮壇裡請來許多民間神明，刀梯現場經

常可見神明坐在神轎上觀看登刀梯的過程，有時還有乩童當場起乩，說是保護奏職

道士。由此可見刀梯奏職融合了道教與民間宗教的元素，道士承認、接受民間宗教

的元素，醮壇裡、道士家裡都有許多民間神明，以及神明的五營兵將，也因此得要

用牲禮犒軍—我們知道，道教有自己的天尊與官軍，理論上根本不用祭拜民間宗

教的神明與犒賞五營軍，然而如前所說，道教是個不可能的宗教，道士接受民間宗

教的超自然觀念，融合了道教與民間宗教的宇宙觀，形成一種新型態的道教，筆者

稱為『民間道教』，刀梯儀式完全顯現了這種融合。『民間道教』存在，意味者存

在一種異於理想道教、菁英道教、正統道教的道教。宗教創造了一個超自然世界，

一個象徵的世界，象徵物是真實的，但意義是想像的。超自然世界同時也就預設了

超自然物的權威。宗教儀式帶領人們進入那個世界—一個既真實又是想像的世

界，儀式同時也是生產及再生產承認、服從宗教權威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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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吸納法教，當然不排除道教儀式中有了各種法教的元素，並進一步與各類

地方傳統相融合。張超然簡明地摘要了歷史關鍵時期的這些變化與複合模式︰

部分驅邪儀式傳統即便已經歸附道教，卻不與古典道教融合為一，更

多採行的是「複合」方式。

道教法位體系經過南朝時期的逐漸統整，已經具備基本雛形。 ……

部分宋代新興驅邪儀式傳統已與這些籙位搭配，形成新的「法籙」系

統。……驅邪儀式已經正式進入道教體系之中，成為不同等級的道士

必須修習的教法內容。

歷史上的部分驅邪儀式傳統（諸如天心正法、神霄雷法、清微雷法、

靈寶大法）已經納入道教體系之中……更何況還有一些地方驅邪儀式

傳統（如閭山法）。（張超然 2016:48-54）

換言之，由以上對道教史學者的引述裡我們可以發現，人類學者葉春榮和

道教史學者立場上的差異在於︰前者則想要以「田野的真實」，去討論超越文本

以外的儀式實踐上的內涵和地方性的內容；但對後者來說，世間沒有純粹的道

教或許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驟以一句「民間道教」四個字來概括所有「活的

道教」，而需要視各地方的歷史傳統與淵源，由科儀的內涵來釐清其背後的系譜

與歷史層次。

法教中被加入了教典性訊息的蹤影

人類學家常常主要所關注的是道教在民間流通的形式，如同葉春榮所暗

示，也就是認定不論如何具有永恆性文字經典的宗教，最終也不過是留下了民

間化的「自我參照性訊息」的某一種特定的形式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換一種角度，由宗教史發展上的意義來說，地方宗教被加

入了永恆性的教典性訊息，難道這不也是一件民眾宗教生活型態發展上的大事

嗎？其實，當我們觀察到，現實上有著「道法二門」這種能將教典性訊息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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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照性訊息「複合」在一起的教門的存在時，這已經是一件具有極大理論性

意義的事了，而我們若能更實際地去考察其以何種方式來複合了在一起？則又

會具有極大的經驗意義上的啟發。

「道法二門」指的是臺灣北部道壇同時兼修正一道與閭山法兩種儀式傳

統（張超然 2016:53）。本書第四章，林振源細心考察了北部「道法二門」道

士所實作的閭山法。閭山門下的驅邪醫療儀式體系以三奶夫人為主神，一般稱

為「閭山三奶法」，儀式類型包括法場（俗稱為大補運、獅場、做獅）與小法

事（俗稱為「小事仔」）二大類。臺灣北部道法二門現存且常見的小法事項目約

二十種。

林振源一方面很清楚釐清了這些「小事」背後的三奶派的傳承。但另一方

面，回歸道士傳承的系譜與自我身分認同等，他指出︰

主要集中在中國東南方，當時不被「正統」道教與《道藏》接受的閭

山法與三奶法，至少在明代以來就是許多地方道教的「主流」傳統，

並且與元明以來代表正統道教的正一派，有著不同型式的互動與競合

關係。因此，如果我們同意「道教」的定義與道教史應該是由不同時

代、地區的經典、儀式與道士傳承譜系以及宗教生活所構成。那麼，

無論就神譜結構、儀式內容與精神，或道士（法師）的自我身分認同

等，我們都難以輕易的將閭山法、三奶法等主流地方道法視為「外

法」，排除在「道教」之外。

其實，「道法二門」這樣的真實案例存在，也已經幫助我們回應了上述問題（法

師傳統是否非道教？）。我們看到，當「道法二門」的道士可以同時兼做「法

場」與「道場」，這個「法」的背後，雖然形式上還不具有經典性的文本，但或

許因為請神的神譜裡已經包含了三清、玉皇和老君，請師時的系譜裡往往也兼

具道場的師承。於是，當宗教專業人員在從事這些法事的背後，已發散出來了

相當多的「教典性訊息」，也就是對於一個宇宙永恆不變性秩序上的意義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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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5
。

換言之，小法不單只是對應於個別民眾的身體與心靈狀態，它事實上對應

於整個宏觀宇宙的結構。而林振源在文中所提出的幾個既具體又抽象的核心概

念是︰煞、氣、境、五營與外方等觀念。於是，雖然目的是為了治療個體，但

儀式作法卻並非僅是針對個體。而是在做一個空間的重建、時間的回歸，結果

是，象徵性「治療」大宇宙的同時，自然也使個體的小宇宙得到「療效」。正如

他所說︰

小法事的基本邏輯：先將侵擾個體或空間的惡氣（煞）驅除至「外

方」，回到屬於他該有的位置（陰）。讓本「境」污穢的空間得到淨

化，失調的個體同時也恢復穩定（陽）。循環的時間觀也將回歸到原

始的和諧狀態（陰陽調和）。儀式的過程就像在做一個復原的工作，

如同道教科儀常見的結構與目標，重建宇宙原有的秩序，象徵「以今

為新」的重生。

似乎是，經過了相當的「複合」（道與法的複合）之後，連小法事的時空意

涵也被精緻化了，並已和更永恆性的時空意義連結在了一起。

只不過，要了解這種新意義嵌入的動態性歷程，並不能只依靠哲學原理的

分析與探討，它還有待更細膩的宗教史發展層面裡的考察，目前這一方面學術

拼圖的缺口顯然還是相當之大。

收錄宋元時期各派道法論述的《道法會元》卷一中，一開始就說︰

5 如同林振源文中所述︰「小法事其實也如同大型的道場儀式，都在不同層面反映出

中國傳統道法的宇宙觀，認為人體為宇宙的一部分，如同萬物的五行、天上的五

星、地上的五嶽與人體的五臟，都是一套相對應的體系。個體的健康與整個宇宙的

外在環境是否正常運轉有密切的關係。一個人生病或出現危機，背後的意義並不只

是對他個人的身體狀況提出警訊；而可能是來自整個外在環境，小至家庭、家族、

村落，大至整個宇宙的異常、失序所引起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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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中之道，有道中之法，有法中之法。道中之道者，一念不生，萬

物俱寂。道中之法者，靜則交媾龍虎，動則揮喝雷霆。法中之法者，

步罡掐訣念咒書符。

這裡，沒有提到法中之道，可能是覺得這已和道中之法雷同，或是說法中之法

可以被引申為已有道的可能性在其中，但我們不妨再給它加上這句「法中之

道」的描述，於是可以想像性地來說︰

……有法中之道，法中之道者，出東、南、西、北中，衝發剋之而引

領造化也。

也許，以訊息傳遞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用表格來做說明，參考表 1︰

表 1　儀式的溝通模式與再脈絡化

儀式文本
（textual mode）

脈絡化的包含
（contextual imbued）

教典性訊息 自我參照性訊息

教典性訊息 醮儀 閭山法

自我參照性訊息 黃籙齋 乩童辦事 

表中，我們分兩個面向的交叉來理解漢人宗教儀式的溝通與傳遞︰儀式文

本（textual mode）︰教典性訊息 vs.自我參照性訊息，儀式訊息的傳遞，是否

有一套教典性的文本來做支撐，以達成教典性訊息的溝通模式，而閭山法，如

前文所述，其科儀文字只能屬於是「底本」，而不能說是「教典」。

另一個面向，「脈絡化的包含」（contextual imbued），是指訊息如何被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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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更大的脈絡裡，而帶有本身的指向性，例如說閭山法所傳遞的主要訊息是

自我參照性的，也就是關於案主的身心痛苦的解除，但是它被包裹在對大宇宙

秩序的恢復與重建歷程裡，啟請師聖的層次，也溯及三清道祖和老君，而有著

教典性訊息的脈絡出現；而像是乩童辦事，則完全沒有這個歷程，那就是純粹

的自我參照性訊息的傳達，仍是被包裹在自我參照性訊息的形式裡（除了針對

性的神以外，沒有再請其他的神明或師聖）。

而對道教科儀來說，地方社區的醮儀和祖先拔度（黃籙齋），都是以教典性

的訊息傳遞來進行科儀的修設，但黃籙齋有相當的針對性，是要為特定的先祖

進行超拔與拯救，那是一個特定的脈絡化的情境，這造成了訊息不完全是以教

典性訊息的內涵為主導，而有個人化的憂苦消除上的旨趣
6
。以上的類型學，有

助於我們對漢人宗教儀式中的訊息溝通層面，能較具有分析性意義上的區別與

辨識。

討論到這裡，讓我們回過頭來看學界常爭論不休的法教與道教的定義問

題，或是說我們該如何去看待法教與道教間的差別？在歷史層面和在意識型態

層面上，法師到底是不是屬於道士傳統？在地方高度複合性的儀式形式中，我

們又要如何去看待所謂「菁英道教」和「民間道教」這樣的區別性？這些顯然

都是複雜的歷史性課題，甚至於也是方法論上的重要課題。

過去的研究取向，可以分為歷史取向、結構主義取向、和社會階層取向。

而我此處則要提出另一種研究取向，我稱之為是溝通模式的取向，基本上會是

以信眾需求（同時包含個人與集體層面）的角度出發，而所進行的溝通模式的

分析。

6 黃籙齋的課題，特別值得探討，雖然看起來它僅關係到亡者的超度，但是它可以成

為生死連結、人天連結，集體與個體連結的核心環節，因此成為了安定宇宙秩序的

重要元素。正如松本浩一所指出，從宋代到元代編寫的大部儀式經典，主要記述的

多是黃籙齋這種以救濟死者為目的的儀式。松本浩一（2019:104）也引《上清靈寶

大法》（宋 金允中）卷 16 中「黃籙兼總生死，人天同福，上至邦國，下及庶人，

皆得修奉」這幾句話來做說明。這段引述也讓我們看出來，黃籙齋在宋代已被視為

是最重要與最基礎的道教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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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取向又可分為社會史取向與宗教史取向，前者探討社會因素所促成的

法教的出現，如 Bokenkamp（1997）認為宋代法教的興起，其實是社會大變動

中，道教儀式專家試圖向新興南方仕紳尋求社會支持而所進行的適應（參考張

超然 2016:34）；Hymes（2002）則以後來和法教發展關係密切的宋代天心正法

為例，說明新的商業與都市環境，如何促進與產生了各種新的神人溝通模式，

並利於新興道教教派的崛起，這其中尤其是具有法教性質的派別開始出現。後

者（宗教史取向），則是實際探討不同歷史時期新興道教和法教的沿革與思想，

如李遠國（2003）對元宋時期神霄雷法的考證，林振源（2011）的對臺灣法教

源頭詔安閭山法門的田野考證並追溯其與臺灣紅頭法之間的歷史關聯性等。

近乎結構主義式的論點，可以以 Lagerwey（1987:250-252）為代表，在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一書中，他歸納性的指出，由媒介性

（means of image）的方式可以看出來，中國人的宗教世界具有一種等級性的認

知結構，而認知結構中的三種方式又剛好符應於三種儀式專家︰巫師、法師與

道士。巫師透過自我毀損而成為神明代言人，但這已是一種異化；法師透過精

熟於轉化的方法而進入自我實現，他可以盡量避免異化；真正完全的解放與實

現只有發生在道士，或是說道官身上，他們以自己的身體為符，而體現了道，

與道相合而毫無異化。而因為有這種文化認知上的層級觀，也對應出了不同層

次的儀式專家的存在。

晚近，張超然對這個課題有極為深入的分析，他的立場接近於 Lagerwey，

不過，他的立足點是社會階層，而非較形而上的認知上的層級觀。他由自我身

分的堅持與否、倫理性格與社會象徵等，來看待道與法之間的區別。

於是，就客觀性的身分認定來說，即使有各種道法的複合現象，但道法之

區別已成為一種身分認同的區別，起初可能道士的身分較為優勢，但行法者自

命為仙官之後，也開始具有獨特的身分，道法兩者趨勢上的融合，逐漸形成一

種先學法後受籙的學習程序（張超然 2016:43）。就主觀性的身分認知來說，張

超然則指出道法的倫理性格上的差異（張超然 2016:44-46），前者有透過自我悔

改而獲得救贖的行動旨趣，後者則不涉及倫理道德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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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社會象徵而論，張超然還提到了二者對超自然官僚體系的理解上

的差異，前者以國家官僚象徵體系為主，並遠及宇宙層面的相關單位（張超然

2016:46），後者則僅是地方性的武裝護衛，幾乎不涉及官僚體系。

不過，張超然只是羅列了道與法的社會性的區別，但是，做為一種身分的

區隔，他沒有說明為何社會上始終存在著認定法教比道教低級的社會認知（劉

枝萬 1992:123-124）。

接續前人的討論，我固然接受以上的各種說法與歷史考證，但出於宗教人

類學的立足點，我想要做的則是，試著以溝通模式（教典性訊息 vs.自我參照性

訊息）的角度，來重新看待道與法的區別，並以此來看待，如果有所謂的民間

道教，它的內涵表現，會和那種完全以文字經典來串連的科儀道教間有何種溝

通模式的差異？至於歷史上各自間如何成型與如何相複合，則不是本書討論的

重點。

也正是出於這種觀點，於是，不管歷史上這些名稱的由來與辨識範圍，我

們都可以用如以上的表 1中所示，而可以得見法教與道教所各自對應的複合性

的溝通模式，但是，真正的本質性差異，以及最基本的定義單位，不是法教或

道教，而是出於溝通複合模式上的組合差異。

也就是說，基本的分析或定義單位是指教典性訊息和自我參照性訊息，但

是它被分離成兩個面向上的判準︰儀式文本或脈絡化的包含。這樣，我們也可

以說是以另外的取徑，進行了有關於法教或道教的定義問題。道教法教間，於

是有重疊性的部分，也有相異的部分。我們更要看的是，其各自以什麼元素和

基調，合成出來了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於是，道教醮儀，它是同時攜帶了教典性訊息的文本依據，和將儀式進行

的脈絡被放在一個啟請師聖的永恆性宇宙實體的想像裡。但是，另一方面，也

不是所有的道教科儀，都兼備儀式文本與教典性訊息的脈絡化節奏，譬如說有

關於個人或家族超度的黃籙齋，一方面它是屬於道教文本科儀的範圍，但節奏

鋪陳上卻帶有濃厚的自我參照性的訊息。

另外，在法教這一邊，以閭山法的傳統來看，它雖有著口語化的底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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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能稱得上是文字傳統，不過，它的儀式節奏，卻已逐漸被包裹在了一個更

為宏觀性的宇宙秩序裡。

換言之，每一個儀式，都是一次天人之際的溝通，過程中會包含特定的元

素及其組合。出於功能上的需要，其實名義上的道教或法教，內容上不見得是

完全相異的，只是各自涵蓋了不同的溝通元素的組合。透過理想類型層次的分

析，我們可以看出法教與道教溝通模式元素組合上的差異。而現實上，出於地

方情境與歷史傳統的差異，當然，儀式背後各元素間的比重與扣連模式又會有

各種細微的差異。我們以這種溝通模式的角度來看待法與道，或許能夠對有關

議題得到新的研究視野。

教典性訊息的創造，及其對道士團體所產生的社會與歷史性的影響

如前所述，出於科儀道教文字教典的傳統，當地方性的信仰在與其產生相

當的「複合」之後，有可能產生相當的變化，尤其是可能會創造出一種「教典

效應」︰儀式的力量來源與作用，不只被限定在當下的情境裡，它於是總是會

包含著過去既有的言說與行動，秩序、歷程，或實體、物質性、社會性、抽象

性、理想性或精神面向等，超越於現在的一個規範性的存在狀態。

文字教典的魔力真的有那麼大嗎？它還有什麼內在與外在的衍生性作用

呢？第五章中，蔣馥蓁所提供的「廣成儀制」的例子，得天獨厚地提供了我們

一個更深入檢驗有關課題的機會。

目前認為，這套科儀集成是由清代雍乾年間道士陳復慧（約 1743-1802）

編校纂輯。陳雖然是全真道士，但他承載了多個道派（也包含正一派）的科儀

傳承，也吸收並保存了各派的優點，所以這套科儀本確實兼採了各家所長。不

過，嚴格說起來，這仍只是一套科儀本的集成，而不足以為一套完備化的教

典，我們姑且稱之為是「半教典」。

然而，雖然還僅只是一種「半教典」，但因為是確實經過了一代宗師的整

編，這乃在象徵層次與結構性的層次，產生了「教典性訊息」上的效果︰超越

於「現在」的一個永恆性意義出現了。相關科儀本身，雖然不見得有強迫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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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性，但具有了更高的社會性（公眾所可認同的權力來源）和美學性（特定唱

腔和整齊的節奏才能表現科儀精神）的意涵，其所創造出來的文化資本上的可

辨識性，幾乎達到於一種「標準化」的功能，一方面有利於跨宗派間的合作，

一方面也促成了道教人員間的社會網絡，用蔣馥蓁的話來說︰

在行使［《廣成儀制》之］道教科儀時極大的特色，是其內道士們無

論道派、傳承，在行使科儀時，以使用科儀書《廣成儀制》的科儀傳

統為主，彼此間常能相互支援協作，所以登壇行道時往往便容易應變

組合、共治一堂。

［《廣成儀制》］創造出一種本山化的概念，也就是四川以一地、一宗

為中心的認同概念出取得相對優勢的勢力範圍。「本山」的概念在佛

道中皆可見，在此雖不是特指「武當本山派」，他們在科儀行事上以

一山轄內不同背景道士（全真—應付—火居），在法事上可以彼

此搭配合作之現象。

「廣成道士」作為道士身分的其中一環，便因此有多於一般道士的另

一層交際網絡；即因為行持科儀，帶來一些新的標籤，產生與各方道

友或齋主善信等的互動聯繫。人際往來多重複雜，結交的友朋五湖四

海並不封閉……從科儀活動的角度來看，廣成道士間凝聚了一種交遊

網絡，在法事活動相關訊息上互通有無，也作為法事所需勞動力轉介

媒合的網絡。

簡言之，《廣成儀制》所創造出來的外顯的功能是︰（一）創造合作的基礎；

（二）四川當地的「本山化」及後續的持久文化傳統的建立；（三）形成活潑而

有彈性的多功能的交際網絡。

但蔣馥蓁也推論，《廣成儀制》的四川經驗，不見得能夠複製於其他地方。

四川經驗的時空背景，在於新移民地區的時空壓縮，在紛歧卻又都是短暫傳入

的各傳統中，高道的領導與整理，人工式地建立了超越百家的新傳統，也讓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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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在短時間內趨於和緩融合。而另一方面，在新移民地，對有能力的道經師，

和對有能行科儀的道士，也可以說是供不應求，這乃創造了道士間共同合作的

實際需要。

綜合言之，《廣成儀制》「教典化訊息」的塑造與型構，的確具有四川的特

色。不過，這個時空壓縮中所出現的「半教典」，所創造出來的道教地方化的利

基，則是道教在不同社會傳播的過程裡，都所可能出現的文字效應。尤其當道

士演法必然是出於集體性的合作，如果沒有任何公認的「教典」或「半教典」

來創造社會網絡的基礎，它是很難去和其他宗教的儀式執行者來相互競爭。這

個文字經典傳統所創造出來的「外溢性的效果」，透過這個近代時空高度壓縮中

新教典《廣成儀制》造作的案例，而讓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社會性

運作的機制。

四、民間信仰與科儀道教的共構與競合

歷史上道教與民間信仰間的聯結

南朝道士徐氏撰《三天內解經》，對張陵五斗米道產生與演變的歷史有所闡

述，而其中清楚顯現出道教對當時的民間信仰的改革性與批判性（粗體為筆者

所加）︰

自從漢光武之後，世俗漸衰，人鬼交錯。光武之子漢明帝者，自言夢

見大人，長一丈餘，體作金色。群臣解夢，言是佛真，而遣人入西

國，寫取佛經，因作佛圖塔寺，遂布流中國。三道交錯，於是人民雜

亂，中外相混，各有攸尚。或信邪廢真，檮祠鬼神，人事越錯於下，

天氣勃亂在上，致天氣混濁，人民失其本真。太上以漢順帝時選擇中

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別真偽，顯明上三天之氣。以漢安元年壬午歲

五月一日，老君於蜀郡渠亭山石室中，與道士張道陵將詣崑崙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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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太上。太上謂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號為新出老君。即拜

張為太玄都正一平氣三天之師，付張正一明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

罷廢六天三道時事，平正三天，洗除浮華，納朴還真，承受太上真

經。制科律積一十六年，到永壽三年歲在丁酉，與漢帝朝臣以白馬血

為盟，丹書鐵券為信，與天地水三官、太歲將軍共約：永用三天正

法，不得禁固天民。民不妄淫祀他鬼神，使鬼不飲食，師不受錢，不

得淫盜，治病療疾，不得飲酒食肉。民人唯聽五臘吉日祠家親宗祖父

母，二月八月祠祀社竈。

這裡面牽涉的項目非常之多，我們無法一一加以討論。簡單地說，當佛教反對

以血食祭神，這是出於對祭祀中暴力性的抗拒；但道教的反對原因不同，道教

是有關於一套永恆不變的道德標準的確立，而且是出於人們與更為超越性的神

明間盟約的建立。正如同祈泰履（Kleeman）所述︰

漢儒中已經有人對基於「報」這個觀念的祭祀的交易性質感不安，譬

如王符就說︰「德義無違，鬼神乃享；鬼神受享，福訴乃隆。可是道

教對祭祀的批評更深刻而透徹，認為所有的接受血食的神是「六天故

氣」，他們所受的酒肉就等於腐敗的官員會接受的賄賂。道教的神是

居住在六天之上的三清天，是由純粹的道氣所形成的正神，他們執行

一個永恆不變的道德標準，不受任何祭祀供品的左右。這些神給信徒

立一個新的盟約，叫做「清約」，清約說︰「神不飲食，師不受錢」。

（祈泰履 1996:552）

而這個正一明威之道，可以說是「三天之神」與信徒所建立的一個盟約，而這

也正是科儀道教的本源，和其中教典性訊息之所依憑。道教所持的這個鮮明的

立場，一直到宋元之際都還是如此，道教菁英仍每每重申其與民間俗眾拜神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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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等活動之間的差異
7
︰

師曰：附體開光、降將折指、照水封臂、攝亡墜旛，其鬼不神，其事

不應，皆術數也，非道法也。知此者，可明神道設教耳，知道者不為

是也。（《道法會元》卷 1〈清微道法樞紐〉）

又等圓光附體、降將附箕、持鸞照水諸項邪說，行持正法之士所不宜

道，亦不得蔽惑邪言，誘眾害道。（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道門十

規》）

一切上真天仙神將，不附生人之體。若輒附人語者，決是邪魔外道、

不正之鬼，多是土地及司命能作此怪，行法之士當審察之。（《道法

會元》卷 250〈太上天壇玉格（下）〉）

但是，到了兩宋之際，道教中的雷法興起，將舊有的符咒之術與內丹功夫

相結合，這造成了宗教地景上的極大變化。宋代高道薩守堅在〈雷說〉一文中

自言他可以：「驅雷役電，禱雨祈晴，治祟降魔，禳蝗蕩癘，煉度幽魂，普施

符水，累行累驗，如谷應聲」。就雷法的施行來說，雷法本身的操練或許不需要

血食，但是役使鬼神這件事情，尤其是當要役使因忠烈而成神的人神時，血食

祭祀這件事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道教系統裡。如同宋元道教經典所記載
8
︰

社令雷者，乃一郡一邑之中，有忠義報國之士、孝勇猛烈之人、報君

落陣、居家憤死，英靈之性，聚為此雷。……務求血食，亦能禍福一

方。（《道法會元》卷 56〈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樞靈文〉）

祭雷當用酒肉，血食之神。（《道法會元》卷 250〈太上天壇玉格

（下）〉）

7 特別感謝研究宋元時期法教的吳瑞明先生提供以下三段引文的出處與內容，向筆者

詳細解說了雷法在道教史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性，並提供了筆者有關的研究書目。

8 同樣的，特別要感謝吳瑞明先生提供此處的幾段引文出處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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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比較重要的祈禱儀式（祈晴、祈雨之類），必須用血食祭祀雷

神，才能役使祂們：凡祈禱，用五色紙燒，白雞、鵝、鴨取血祭雷

神，方可行持，代天行化，助國救民。小事不得呼召。（《道法會

元》卷 193〈太乙火府五雷大法〉）

雷法在道教史上的發生、演變與社會影響，當然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課題（參考

李遠國 2003），本書在此無法多談。不過，簡單地說，我們注意到，在現象層

次上，正如高振宏（2014:51-52）所述，南宋理宗（1224-1264在位）年間，中

華大地上已有著這樣的宗教景觀︰

當時江南地區許多具敗軍死將、疫神特質的功烈神祇多會合祀於東嶽行

宮，可能受到天心正法［一個以雷法運用為主的新興道教派別］「借嶽兵」的儀

式傳統影響，道士或法官因此與某些易於驅遣、捷疾靈驗的祠神建立特定的盟

約關係，進而造構出獨立的元帥法。東嶽行宮便成為道教與祠神溝通的最佳渠

道，使彼此有更緊密的連結，道教也以此途徑吸納、融攝許多民間神祇，形塑

出新的宗教景觀。

在道士這一邊來看，我們可以說，道教與民間信仰間的內在性扣連，因為

雷法的出現，而開始有了，也被允許有了，更為密切的階層性合作關係。

道教組織與民間信仰間之空間上的相互重疊性︰歷史性樣貌的考察

道教有可能容受（或是說利用）民間信仰裡的血食祭祀觀這一點，創造出

來了道教與民間信仰間的聯結機制。而道教組織與地方廟宇組織間的重疊性，

則是另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變。這裡，黎志添的討論，很清楚地呈現了這一

方面歷史演變的過程，我將完全引用他的材料來做說明︰

（一）東漢末張天師在巴蜀漢中地區宣稱太上老君授張道陵「正一盟威

之道」，這創立了制度化道教的教團、教制合儀軌。早期天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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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了一個具有階層結構的教區組織，張陵之孫張魯通過天

師道將道民組織起來，納入宗教和政權合一的王國管理中。

（二）早期天師道治的教團組織一直存續至 10 世紀的晚唐，之後逐漸

向近現代的地方廟宇體系轉變。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

月，真宗下詔全國諸路、府、州、軍、縣擇官地、給官錢和出

工匠建道觀，並賜「天慶」為額，以奉道教三清尊神及玉皇上

帝。此時，北宋有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五百五十，意味著全

國天慶觀不下千所。

（三）北宋初期，由於長江流域商業城市的興起，中國商人階層以及商

業行會漸漸形成。這些新興的商人階層以地方道觀為中心，組

織了以崇拜和祭祀地方神明為目的的之「會」的組織，

（四）之後，各地天慶觀已與商人行會以及民間自發的香火組織相結

合，產生有組織規模的地方網絡，從而出現比唐代更加龐大、

更廣泛的地區網絡體系。這是一種是由官方發起和認可，遍及

全國州郡縣的道教與地方經濟體結合的全國廟宇組織。

（五）而依附天慶觀的崇拜組織—「會」，它的性質相當多元，有屬

於不同商業行業的香會，屬於不同節期和神祇崇拜的進香會，

以及為了維持或重修道觀殿堂而成立的服務性善會、義會、勝

會等各種信徒組織。

（六）除了營建全國道觀網絡，北宋初年，各個地方城市都修建了由

官方支持的東嶽廟，並在地方廟宇的基礎上，每個城鎮都建造

了城隍廟。在城隍廟的體系下，還有土地公廟及其他的神祇。

這些地方上最受民眾歡迎的廟宇神祇都是由當地信眾組織建造

的，他們負責組織、主持地方神明誕期等慶祝活動，而道士負

責以道教儀式為主的祈禳儀式。

（七）這些地方廟宇在中國地方社會廣泛存在，並將中國民眾的神聖與

世俗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這些神明誕期的慶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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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包括了為社群祈福禳災的道教儀式；另一方面，廟會期間又

常出現由各地方信眾組織、聯繫和和推動的社會經濟活動。

（八）北宋以降中國道教民間化的結果，已遠離了漢末六朝以來由祭酒

道士及道民信徒共同組成天師道教團組織，出現了更具地方特

色的道觀和祭祀地方神明的廟宇組織。（黎志添 2017:96-103）

簡言之，這是由 1.早期局部地區「政教合一」的教區制典範；到後來 2.政

教在制度性層次分化後，政治透過道教來建立政權的正當性，而扶持了道教的

全國性網絡；3.城市商業活動的興起，搭配道教現有的全國性網絡，創造了二

者所共構的民間社會；4.最終導致充滿各種地方色彩，卻也和道士的專業宗教

人士間密不可分的「科儀道教―民生經濟―地方會社」之地方共同體。

以上種種道教趨向地方廟宇組織形式轉變的歷程，黎志添（2017:100）

也引述施舟人，認為這一轉變促使道教完全融入中國地方社會文化，並稱之

為「道教的民間化」（Popularization of Daoism），而這個道教民間化的另外一

面，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地方的廟宇活動更趨於「道教化」的發展。如果更進一

步，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這個發生在地方社會的「道教的民間化―民間的道

教化」的歷程，由道士的角度來看，或許是一種「複合」，但是由民間的角度來

看，卻會是以實用邏輯為出發點的一種「綜合
9
」。

科儀道教成為民眾宗教生活上的重要構成元素

前面提到道教發展中雷法的出現，創造了道教與民間信仰間更密切的合作

機制；前面也討論了在帝國各級政府治理歷程裡所創造出來的與道教所不可分

9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由那些有意識要根據民間的生存邏輯來加以發展，同時帶有儒

釋道色彩，且有著更複雜的象徵化和抽象化歷程的民間教派團體來說，則可以說是

一種「聚合」（converge-ism）（參考丁仁傑 2009:353-357; Ting 2017:162）︰日用邏

輯具有神聖性且高於一切，但儒釋道三個宗教分支的神學基礎，都與這個日用邏輯

相互說明、相互滲透與相互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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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地方信仰的民間網絡。

更深刻地來說，如果能由社會經濟變遷中所創造的機會，與道士如何透

過自身努力來嵌入這些機遇當中，而最終創造出「道教已成為民眾要獲得神明

靈驗所必須花費的奢侈財」的這種角度來看問題，則可以讓我們更動態地來理

解，科儀道教如何已成為了漢人民眾信仰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種宗教實踐。

此處，Robert Hymes（2002）對於宋代道教的討論就曾指出，道教集團對

於特殊宗教知識的壟斷，在唐代以前，原來只能停留在宮廷中，以一種「奢侈

財」的形式而出現。後來，大約在唐宋之交以後，社會財富有所增加，金錢經

濟逐漸捲入鄉村生活中，各種宗教服務也開始出現商業化的形式。這時，原來

鄉村中已經穩定化的與神明溝通或求助的方式，開始出現了變化，可以說是道

士集團利用新的機會，並以儀式的趣味性、動人性和有助於神明提高聲望等為

主要訴求，一步一步地進入了鄉村生活中神明祭拜的活動裡，即使說這裡面仍

然存在著道教集團與地方宗教信仰系統間的各種歧異性。

Hymes對佛教沒有討論太多，我們此處也暫且不論，先把焦點放在道教

上，而我們所看到的是，道教向地方民眾證明了它的優位性，而地方民眾也有

能力去購買這種—過去是非常昂貴的奢侈財，現在卻是，仍然有些昂貴但卻

是具有必需品性質的宗教服務（在需不需要購買的決策層次上來說是屬於必須

加以購買的），不過，這往往也是當各種管道嘗試無效之後，最後諮詢的對象。

用 Hymes自己的話來說︰

若將此幅圖像描繪為是道教與其他宗教專業者相競爭，這就低估了宋

代地景上的複雜性。他們主要的競爭者，還包括了他們潛在的顧客。

當這些顧客需要神明的力量時，會直接跑到神明旁邊去詢問。常常，

當人們需要神，他們會向可能幫助他們的神去祈求，在找宗教專業人

士之前，他們會一個廟一個廟的去試。

一個對大部分平民大眾來說是相當廣泛的大規模商業化之宗教服務，

事實上，在宋朝，或至少說在唐宋之交，是一個新的現象，而且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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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鄉村與城市生活的更大的商業化過程中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

當金錢愈來愈是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以及當社會之財富增

加到一個程度，足以讓那些並非特別富有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

可以增加一部分花費在其家戶消費上面時，這提供了機會給一些人去

提供，以及另一些人去買這個「新的向神明與超自然求助的管道」

（過去，人們只是用在家裡面或是家附近的管道去求助神明而已）。

所謂「在家裡」，是指向祖先（對於「祖先崇拜」在古代一直到唐代

以前，其之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知道的並不多）或是向家戶

中的神來求；「家附近」，是指（我們大致上可以想像）由地方上的

神龕或地方上的靈媒、預言者，或其他村中的專家（在唐代以前，地

方社區之小型金錢與買賣之交換規模所可能養得起的條件下）來求。

在這個故事裡，靈媒和其他村中之業者，至少到南宋以前，在各種宗

教場景中，大部分幾乎都沒有改變過。而現在，對大部分普通人來

說，新出現的東西，是較高層次的文人、道士、類似於道士者、和佛

道兼備者等各種宗教執事者，他們進入了這個因「金錢經濟」出現所

帶給「宗教企業經營者」的擴張性的機會。同時，「文字水平」以及

「類文字水平」的擴張，使印刷流通這件事，也增加了可能成為宗教

執事者的數目（這些人可能會被拉到文字的傳統，以及被拉到其中的

有知識深度和會產生社會聲望的層面），他們往鄉村與城鎮中的新的

機會而流動著。（Hymes 2002:199-202）

而道士在這中間，有沒有他的機會呢？

道士，開始要擠進去當時宗教景觀裡已經被固定下來的幾種位置—

靈媒和其他村中宗教執事者（他們扮演著在特定神明和人們之間進行

直接中介的角色或工具）裡。當其中的空隙已經都被填上了，有文字

水平以及有經書為本的道士必須去選擇其他的位置（在道士自己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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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認為那會是一個屬於較高位置的角色）來扮演。……不難想

像，個體的發生模式，總是再重複了整體系統的發生模式：在鄉村宗

教世界中最後被加上的角色，在尋求諮詢的次序上將會是排在最後面

的（雖然說在地位和費用上是最高的）
10
。（Hymes 2002:202）

總之，我們看到，宋代的新道教（以天心派為例），和許多其他的道士也

都是如此，在宗教市場上，處於這樣一個新的位置，就空間而言是跨區域而

超越於特定的地方；就神明系統來說，不是對應於特定神而是一種通盤性的面

對。道士，和靈媒以及靈媒的顧客都不同的是，道士的與神明打交道，超出

地方與特定性，道士提供的是一般性的、多層次的和非人身性的中介（Hymes 

2002:202-203）。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正如 Hymes（2002:203）所

說，道士和靈媒不同的是，他們是屬於一種「卡特爾」（cartel），擁有著秘密方

法，進行職業上的壟斷，這些人通常與其他人區隔開來而彼此連結，並相互以

門生對老師，門生對門生的方式緊密聯結在一起，形成的社會網絡，甚至大到

於全國性的規模。

共構與競合的實例︰臺灣北部正一派的道士駐廟

在以上的歷史背景和脈絡中，我們就來看看當代臺灣的一些例子。首先，

是第六章中張超然所談的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之道士駐廟的情況。表面上，這

是一篇經驗性的對地方道教案例的檢驗，說明道教與民間信仰間，如何在組織

10 而 Robert Hymes（2002:202-203）也由天心法師的傳記中，也看到了道士穿梭於各

地的蹤跡，他這樣說︰「在天心派法師的遊方生活中，基本的情況是這樣子︰講述

他們的故事，或是經書前的序言自述裡所描繪，呈現出他們在省、路，甚至是全中

國來進行遊歷，既是修行也是提供服務給他人。……相關記載呈現出他們的移動，

這顯示出道士在社會所有層次裡的角色︰自由穿越社區邊界的能力。……在他們的

科儀本中，我們看到，天心派和其他道士，不屬於特定的神明。相反的，在履行責

任時其能夠和各種神明有著平等的對應，這時他是代表著他自己。這使他和靈媒有

所不同，後者只能和一位神—早先揀選他並加以附身的神—相定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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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可以有高度的合作，似乎這只是對已經是極為普遍發現的道教與民間信

仰間的合作關係，又增添了一個新的案例。

但事實上，透過與其他歷史性案例間的比較，該文一方面已呈現出來了

臺灣的獨特性，在作者的描述裡，那是一種道教完全隱入地方之後的被動性狀

態；另一方面，由這種描述出發，該文也隱藏了強烈的批判性，對出於現實歷

史情境中道教內在精神的隱微，表現出一種莫可奈何的感慨和嘆息。由於該文

對於本書所涉及的道教復興的議題有相當大的啟發，值得我們花較大的篇幅來

加以闡述或甚至是與之進行進一步的對話。

首先，作者在文中第四節，簡潔有力地對三種宗教傳統的災病解釋做了分

類︰民間信仰的鬼、閭山法的煞與科儀道教的罪，也就是民間信仰對鬼的驅離

與安撫；閭山法術認為個人命運在流年運轉中的被沖犯，也就是遇煞，可以以

安魂，或以替身與藏魂來避開厄運；道士的齋醮科儀則是以齋戒懺悔為核心，

藉以恢復潔淨身心減緩或避開上蒼的懲罰。在這個前提下（世界觀的差異），又

加上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民間信仰本不需要道士的駐臨。筆者雖不完全同意如

此截然性的區別，因為在實際操作與想像上，對求助的當事人來說，往往對這

三者相互援用，這三者間也無內在邏輯上的必然衝突，不過我也認為，由理想

類型的分析角度來說，這種分類方式，的確有高度的啟發性，值得做進一步的

討論。

張超然也引用 Vincent Goossaert（2006），說明明清時代中國的道士駐廟型

態有︰（一）道士直接經營道觀；（二）民間廟宇邀請道士駐觀，並且許可道

士發揚道教理念和傳承法脈。而從道教史學者的立場，這似乎也是張超然所認

為較為理想的道士與民間信仰的合作方式。

但對比於中國歷史上「理想的」道士與民間社會的合作方式，臺灣正一派

的模式顯然不是如此。首先，正一派「道法二門」的傳統，本來就身兼閭山法

術和道士齋醮傳統（不同於南部靈寶派道士只行死亡超度與醮儀，而無針對日

常沖煞的法術），閭山法術能提供「小法事」來為一般民眾安煞抗災，雖不同於

民間鬼神觀，卻因能對個人與家庭有針對性，而能與民間信仰合作。當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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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二門這樣的傳統固然可能來自於中國大陸原祖居地（張文第二節），但臺灣北

部移民社會初期，專業道士難求，乃有廣大兼職者的出現，以應付實際需要，

久而久之，「道士單以營道教儀禮為司祭，而無身為教權代表者或信徒教導者之

意義」（張引用劉枝萬 1992:148-149）。

其次，則有社會變遷的因素，在都市化過程裡，產生大量移動性的信徒，

都會區的宮廟乃刻意經營，才有委請道士駐廟每日提供信眾服務的社會性需

求，這也幫廟宇走向現代化。

對道士來說，在當代臺灣社會趨於安定與步入現代化的時空環境中，各

個道壇也搭上社會安定化與商業化的便車，漸次穩定化發展，道士家族當然也

漸次邁入代代綿延的狀態，尤其是臺灣北部都市化與現代化步伐更為領先且密

集。也就在這些發展趨勢中，因供需磨合而出現了道士駐廟的模式，而這似乎

成為了支撐了北部道士營生永續的一條明路，當然，「道法二門」道士原所具有

從事一般小法事的能力，也是這種合作能夠達成的一個必要條件之所在。張超

然說︰

道士駐廟有現實上的考慮。日常道壇法務僅需一名道士即能應付。如

遇特定時日（例如春節期間），才會視信眾人數，調動家族成員或其

他道士前來協助。道士家族因此必須面對後代子嗣較多時，如何安排

繼承人選，並且妥善規劃其他子嗣的出路。

分立道壇應有較多的限制。與分立道壇相近的是至宮廟長駐。

尚未立壇的新學道士亦須尋得踐行道法之處，至地方宮廟駐廟服務則

是其中一個選項。

由於地方宮廟往來信徒較多，常駐廟宇不失為服務信眾、打響名聲的

好方式。

但是，張超然也指出，廟宇和道士間不是沒有利益衝突，包括紅利分配，

信徒從屬等各方面的矛盾。另一方面，因為管理階層屬廟方，道士很難，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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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身（火居道士的傳統）興趣也不在於道學的傳遞與擴展。

最後，對比於高萬桑引用的明清案例，道士駐廟有助於道學傳承的擴展，

臺灣北部的生態則對此付之闕如。於是在文終，張超然只能以李游坤道長的理

想︰道士自己來創建一個道場，做為願景性的結論。

張超然沒有太多解釋為什麼「理想的道士駐廟」（如高萬桑所述的明清時

代的狀況）的情況未能發生。但已強烈暗示這是出於火居道士的性質，和其家

傳的保守性，這也連帶讓一個雙贏（道士與民間信仰的合作）的機會未能得到

較好的經營。當然，移民社會中民間信仰本身極為強烈的主體性與資源掌控性

（地方廟宇始終是地方開發的主人）也是讓道教既興盛又被壓抑的重要原因之

一。最終，結合起來，概念上來講，我認為，也就造成了一種所謂的「去婆羅

門化
11
」—宗教專職者所具有的內在神聖性與階級優位性被削除—的結果。

要更清楚說明張超然所檢驗的幾種道教與民間信仰合作的型態，我們或許

可以呈現於表 2。

11 Weber（1996[1958]: 94）在《印度的宗教》一書中說︰「高貴的婆羅門一般而言至

少不可能會是個教團的永久雇員。印度教根本不知『教團』為何物。……高等種姓

的婆羅門也從未成為任何印度教教派所雇用的教士、或任何村落團體的附屬祭司。

我們後面會看到，印度的教派信奉者與祭司或祕法傳授者之間的關係，完全迥異於

西方的教派教團與其雇用的『牧』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對行祭祀的婆羅門來

說，身分高貴，是不可能被廟所「雇用」的。反過來，我們也可以想像，臺灣北部

道士，正是因為在歷史過程中，一步一步被去除了身分與內在性質上的超越性和優

位性（也就是我所說的「去婆羅門化」），使得其要進入「半受雇者」的位置的這件

事，並不會遭遇太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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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修院或是非修院︰組織層次與意識型態層次相交互的考察

組織依賴性
意識型態

組織依賴 恆久性組織

修院性
（monastic）

A道士做為寺廟管理者 B全真道觀

非修院性︰
火居（non-monastic）

C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駐廟 D道教 NPO

就縱軸來說，道士生存狀態所導引出來的意識形態，很明顯地可以被區分

為火居與非火居的傳統，做為分析性的概念，我們稱之為是「修院性 vs.非修院

性」，前者宗教實踐依賴於與世俗的隔絕性，和僧院或道院式的苦修，後者則對

這種意識型態持有對立性的立場；就橫軸來說，則有一個現實上的組織層次的

考察，也就是組織的依賴性，可以分為道士團體依賴於其他組織，或是自身有

獨立的組織而不需要依賴他人，以分析性的概念來說，也就是「組織依賴 vs.恆

久性組織」。而我們也由這兩組面向的交叉中，看到了四種狀態︰前兩者都近似

於 Goossaert（2006）所描述過的明清道士的狀態，C是第七章中張超然所討論

的臺灣北部正一派的現實狀態，關於 D的部分，道士團體已超出道士個人營生

的訴求，而可能成為有力的道教宣教團體，張超然在文章中，也多次引用李游

坤道長的理念，這一部分就相當接近於這種現代化道場形式的建構（追求永續

性的道教宣教團體），而我也在本書的第一章中，密集介紹了李游坤道長的這種

做法，並在概念上稱之為是「人生道教」，不過目前屬於這類狀態的道士團體，

其組織經營與運作，在臺灣社會中多半還僅是停留在實驗性的發展階段。

民間的宗教需求與科儀道教間的相互型塑

道教與民間信仰間的關係，經由實際觀察與記錄，透過社會變遷中新需求

刺激所產生的二者互動的歷史現場裡，或許有機會可以讓我們看得更清楚，而

這事實上也本是歷史上所層出不窮的情況。本書第七章陳宣聿所提供的嬰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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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湖超度儀式的討論，展現出在儀式層次，民間信仰與道教間的相互型構與競

合關係。

隨著當代社會男女性行為的開放，生物科技的進步等，年輕女性出現大量

的墮胎行為。而臺灣在 1985年通過優生保健法，也等於是有條件地將墮胎予以

合法化。在社會變遷趨勢下，1980年代後期，大眾媒體流通中於是出現了嬰靈

（過去只有夭殤、溺嬰或墮胎兒這樣的概念）這個名詞，用來泛指因流產、死

產、墮胎兒及早夭嬰幼兒之靈，而特別是墮胎兒之靈會對「父母」及其家人作

祟的言論更是受到矚目。

陳宣聿指出，現代社會中的嬰靈信仰之特色主要包括了以下三點概念：

（一）對於墮胎之非的指責（二）對於現世病因、災因的解釋方式（三）胎兒

中心主義的言論。1980年代末期的臺灣，此三點概念被統合至「嬰靈」一詞當

中，並以「作祟的墮胎兒」的形象為當時的社會所廣泛認知。

嬰靈概念和傳統殺嬰產生的死胎概念不盡相同，而經由傳統大眾媒體—

善書—的造作與宣揚，和現代大眾媒體的渲染，既型塑也加速了這個概念在

全體社會裡的流通。1980年代後期，撫慰嬰靈的儀式進入民眾的宗教實踐當

中，並經過某些廟宇與寺院的推廣而更加普及。

首先出現的宗教實踐場域是位於非地方性的民間信仰宮廟（苗栗龍湖宮），

宮主嫁接了日本的水子靈概念和日本新興宗教的論述，並聘請佛教法師負責

（1980年代中期至 2003年），而進行了嬰靈供養，相關儀式 2003年之後則改

由道教清微派道長主持。內容也由以禮頌梁皇寶懺、妙法蓮華經為主的佛教儀

式，改為道教的「無上青玄黃籙拔度科儀」。另一方面，幾乎是同一時間起，則

是 1982年成立的新的佛教道場慈悲精舍，接軌在佛教的超度概念，而專行嬰靈

供養的實踐。而 1990年以後，民間寺廟舉辦的各類超度法會，也都經常將嬰靈

當作是一個獨立而有待被超拔的集體性範疇。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新的社會行為產生集體性觀念上的變遷，先是民間社

會中的知識分子會嫁接與融合各種觀念，而逐漸產生定型化的概念範疇，相關

概念範疇的內容不斷在善書與現代大眾媒體間流通，再產生來來回回往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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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塑歷程。進一步民間知識份子部分自己創發，但更多的部分是借重佛道中既

有的儀式來加以增添，並廣為社會大眾來執行有關的儀式實踐。

以佛教為名出發的慈悲精舍，讓它受到了佛教團體和知識分子極猛烈的批

判，到最後該精舍竟「究竟如何則不得而知」（作者語）。民間宮廟龍湖宮固然

也飽受批評，但有更大調整上的彈性和更強的適應力，龍湖宮聘請道士來進行

儀式創新，道士也幾乎沒有受到同業太大的批判，顯然的，非社區代表性的地

方宮廟和廣佈的火居道士網絡，都有相當大（比佛教團體來得大）的「地方性

彈性」（local flexibility），去嵌入社會已經存在的迫切集體性需求。

而當嬰靈供養與超度，本來只是出自於對個人目前情境裡身心上的關注，

也就是儀式中「自我參照性訊息」的部分，但是當聘請了道士來引用既有的儀

式知識來作出回應，本文中也就是清微派「無上青玄黃籙拔度科儀」和臺南靈

寶派的「無上黃玉籙拔度三朝大齋」，個人超度成為永恆秩序中的一個有待被化

解的事件（經過啟請、朝科、誦經、謝罪、破獄、練度等等），傳統悠久的文本

傳統，使得自我參照的實踐，已被教典化的訊息所予以涵蓋了。

當過去道教中沒有專門針對嬰靈的儀式，某些道士使用了古典的血湖儀

式。不過，古典的血湖儀式是以對母親的救渡為主，現在儀式象徵物（如牌

位）與文疏都多出了嬰靈這個範疇，道士的訪談中也都會特別強調嬰靈超度的

重要性。於是，關於儀式的執行，在強調母子的身體性連結時，舉行儀式卻非

對於女性將墜入血湖地獄的恐懼，而在於解除嬰靈的作祟，究竟的對象由母親

轉變為孩子。道士也指出，作祟的嬰靈雖不存於經典當中，卻為舉行儀式的必

要理由。簡言之，具體的儀式執行，透過儀式專家利用其宗教知識及儀式傳

統而加以演繹性的運用，而回應了社會的新需求。以上的討論，可以摘要如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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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

信徒需求

非地方性宮廟
（民間知識分子）

道教

佛教

其他

儀式專家
（儀式資本；
地方性的彈性）

圖 1　宗教需求的型塑與儀式創新

這裡，不帶任何價值判斷性的色彩，我想用兩個一體之兩面的概念來看待

這種儀式的創發與應用歷程︰

（一）「預適（preadapted）」（Jordan 2012[1972]:40），在演化論上，「預適」指

的是某物物種原已具有的某些並不重要的內在特質，在環境變遷中，有所

演化並進而變成為相當關鍵的有助於該物種在新環境中存活下去的重要特

質。換句話說，如果整個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它往往還是會援用其基因中

已有的素質（但在新環境中，有些內在特質會被放大化），來面對外在社會

的挑戰。於是，我們可以說，漢人宗教儀式傳統中某些既有的元素，如佛

教的超度、道教的血湖儀式等，在新環境裡被放大與突顯，而有助於人們

適應於新的社會變遷。

（二）象徵性的內捲化（symbolic involution），援用 Geertz（1963）內捲化的概

念，原是指某個系統過度適應環境以後，當碰到新的挑戰，它會加倍地用

舊的手段來提高生產力（雖然說不一定能將系統的效率真正有所提升）。

總之，中性地來看，我想要說，道士的儀式創新，由系統的層次來說，

它一方面是一種「預適」︰原來的科儀中已經隱含的一些東西，過去也許並未

被特別強調，但有蛛絲馬跡可循，今日則被挖掘出來去面對新的問題；它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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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是一種象徵性的內捲化︰是由既有的傳統加以演繹，以來面對新的問題。

但是，極為關鍵的是，這種「預適」與「象徵性的內捲化」的發展，本不

是必然會發生的，發展路徑也往往各式各樣，甚至是曲折多變，它也需要許多

條件的配合方能發生與運作
12
。我認為這可能和幾個因素有關︰（一）道教科儀

已極為根深蒂固地身體化於民眾日常慣習當中；（二）道教火居道士的社會網

絡，有更大的「地方性彈性」去進行儀式創新（不像佛教組織面臨更強的內部

組織性約制）；以及（三）已發展成套與成熟的道教科儀，在有企圖心也有文

化資本（更直接的來說，「儀式資本」）的道士的手中，有可能加以運用以助於

人們去適應於各種新的社會變遷。

五、結語

劉枝萬觀察與紀錄臺灣道教的主要年代，大約是 1960年代末期到 1980年

代初期之間，他對臺灣道教的描述所用到過的字眼諸如︰殘存、形骸化等等

（1996:116），都是相對悲觀性的形容。他也認為，臺灣的社會具有邊疆社會的

性質，道教與眾多民俗相混淆，而呈現出難以名狀的混沌情況（1996:117），

他也預測，道士在民間信仰中還會占有一席之地，但這是一種頑強的掙扎

（1996:116）。

至於對自己的一生，劉枝萬自述︰「回顧我的一生，走的卻是一條太陽照

不到的暗路。」（參考劉枝萬口述，林美容、丁世傑、林誠毅 2008:265）。這部

分也說明著當年劉先生在研究道教與民俗信仰時的孤單和寂寞。

但是對照於 1990年代以後的情勢，道教發展這種被動與缺少主體性的狀態

似乎有所改變；還有，道教研究本身的蓬勃發展，至少已是遠超乎劉枝萬所預

12 像是嬰靈超度的佛教儀式的使用，就因為佛教團體的自我批判和知識分子的批評，

而未能大幅擴展，反而是修編過的道教的血湖儀式，逐漸成為嬰靈超度中標準化版

本裡的一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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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道教在當代社會裡的處境已大為改變，民間信仰蓬勃發展中，道教發展處

在一個更為優渥與受到尊重的環境裡；道教的研究課題也受到全球學者注意，

成為人文社會學科當中，相當重要的一門基礎性研究。

如何評估當代道教的新的社會位置？為什麼現象上的變化會和劉枝萬三十

年前所紀錄的「道教現場」有著相當的出入？這些都需要以新的田野材料和新

的研究視野，來幫助我們了解時空變遷中︰漢人民眾信仰的特質，以及道教之

在其中，所扮演的樞紐性的角色。而由本書各章中，我們也發現，臺灣地方脈

絡裡的社會網絡有著相當的延續性，道教傳統也在民眾日常生活的慣習裡被延

續了下來，這不僅是劉枝萬所用的字眼「殘存」，而是說道教能在千絲萬縷的連

動中，能夠亦步亦趨且蓬勃而活潑地適應於現代化的情勢。當然，這背後也不

是說臺灣道教就沒有著發展上的危機，它的過於傳統主義和「半世襲主義」的

封閉性，事實上也讓它難以做組織性的動員和提出革新性的立場，當宗教市場

上出現了強而有力的競爭者，道教往往也是最先受到影響，而處於市場佔有率

被逐步蠶食的狀態。

回到劉枝萬的學術研究旨趣，他的調查報告向來以詳盡而為人所稱道。

尤其是當民間社會裡的道教往往不盡同於《道藏》裡的道教，而他總是能以眼

見為實，並經過廣為與現場的道士窮究其說法後，才會下筆。所以他所寫的道

教，是一個移民社會實況裡的臺灣道教，尤其是那個與民間日常生活層次間產

生著種種複雜關係的道教。

劉枝萬的研究總是以田野現場出發，所以他其實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道教

史學者；而且，面對大量的田野素材，哪些東西需要被描述？哪些隱藏的細節

具有真正的關鍵性？規範性的科儀歷程，背後反映了地方社會什麼樣的道德觀

關懷和情感訴求？劉枝萬的研究中其實都能找到相應的蛛絲馬跡，可見他的研

究報告經過了細膩的材料揀選與鋪陳，由此來說，他也絕對不只是一個單純的

田野素描者。

此處，我想稱劉枝萬為一位「現場人類學」學者，以突顯其學術旨趣與貢

獻。「現場人類學」指的是︰在寫作精神上絕對忠實於經驗性的當下，盡量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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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體相關性的脈絡，尤其是地方特色，並在觀察、資料收集與寫作上，都以

達到此目標為基本前提。其中的困難是，忠實於經驗性的當下，和掌握整體相

關性脈絡這兩個要求，且如何在寫作形式上又要能生動又有條理地表現出這兩

個面向，更是難上加難。由資料收集到論文寫作完成，不能不說這既是一件備

嘗艱苦，且又是一件需要獨具慧眼的大工程。以此來說，作為一位紀錄了 1960

年代到 1980年代之間臺灣道教發展的「現場人類學」學者，以其所紀錄的經驗

性事實之獨特性和關鍵性，和以其作為道教先趨學者的典範創立性而言，劉枝

萬作為學者和研究者的歷史性定位都是獨一而無可取代的。

甚至於，作為一位「現場人類學」學者，面對著臺灣民眾信仰活動的現

場，除了他在民族所時期所書寫的各種醮儀研究，他退休後仍著述不斷，許多

膾炙人口的著作，也是在退休以後才出版，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兩本日文著作

《台湾の道教と民間信仰》（1996）和《台湾の法教》（2018）。值得一提的是，

2018年年年底出版的《台湾の法教》，是劉先生的遺著，厚達 814頁，對於臺

灣民眾宗教活動中牽扯最糾葛、最混沌不清的法教傳統，他將之獨立出來予以

系統性地爬梳和清理，並說明其社會形象和儀式內容，顯現出來了「現場人類

學」從不迴避現實的複雜性，並念茲在茲，總是試圖對眼前交錯混雜的現象加

以做根本性的理解。

正是在劉先生的「現場人類學」的啟發之下，我們希望能秉持他的學術研

究精神，一方面去呼應於劉先生所描繪過的那個 1980年代前後的臺灣道教現

場，接續劉先生過去的經驗性發現和研究課題，一方面更試圖以當代臺灣的道

教現場再出發，扣緊當代的時空性，對道教發展的內涵與外部展現，重新予以

進行深刻的檢討。尤其是，建築在社會人文學科與道教研究這二十年來的新發

展，我們也嘗試加入宗教社會學與宗教人類學的分析角度，試圖讓這個能充分

展現劉枝萬先生研究旨趣的「現場性」，得以更發散出其學術影響與啟發。本書

各章以及目前的本導論，其實都是希望能夠有助於達成以上的目標。

而就方法論的層次來說，本書也想要透過類型學與分析性概念的建構，

試圖將宗教人類學的視野，納入到道教研究中來，以開展學術討論的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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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助於增進對道教現場的了解。本書中主要的概念性嘗試包括︰（一）經

由對Weber的詮釋與批判，希望能開啟對於道教在漢人社會中的「鑲嵌性
13
」

（embeddedness）的討論（道教這一方面的生命力，在Weber的討論中被刻意的

淡化），這種「鑲嵌性」，既是造成道教保守性的來源，卻也是它能夠永續發展

的重要基礎；（二）道教的復興，取決於傳統的社會網絡是否發生斷層，這使

我們注意到，對聯結道教背後的社會網絡的了解，以及甚至對於道教網絡本身

的了解，都尚迫切需要適合的分析框架；（三）本書以溝通模式及其複合的角

度，來看待法教與道教間的分歧與異同，這本質上更能貼近於信徒信仰場域中

的行動旨趣；（四）對道教與民間信仰間的互動，由道士駐廟的例子中，抽離

出組織依賴性與修院性與否之意識型態兩個面向，從而對二者的聯結機制與內

在緊張性，有更好的評估判準；（五）在象徵性層次，說明道教儀式專家如何

不僅原就是地方社區超越性的創造者，他也是社會變遷中民眾面對新生存困難

時的文化資源的提供者，在這個意義上，他與民間知識分子間相互協同，既建

構也服務了民眾的身心需求。

簡言之，面對當代臺灣現實情境裡的道教網絡與發展軌跡，抽象性的來

講，我們覺得，對這幾個課題的分析性與辯證性的討論，會是和華人社會裡的

道教處境最為有關，也最需要建立某種宗教人類學的分析視域，這也就是︰

（一）道教社會鑲嵌性的性質及其影響；（二）各種道教宗派社會連結網絡的性

質以及該網絡的再生產或斷層；（三）道法之溝通模式的異同與競爭；（四）組

織與動員層次道教與民間信仰間的競合；（五）儀式變遷，以及其中民間知識

分子和道士所扮演的角色等
14
。以上這些課題，以宗教人類學的視野來說，都具

有著經驗意義上的關鍵性，也充滿著理論意義上的辯證性，會是亟待開發的核

13 簡言之，此處就是指道教已成為地方社會生活與慣習裡的內在性的一部分。當然，

更清楚的定義與討論都還有待開展中。

14 為了便於理解，我想用 ENCORE 這幾個字來表達道教人類學研究上，這五個面向

的重要性與關鍵性（最後一個面向用了 RE 兩個字），也就是 Embeddedness、Net-
working、Communication mode、Organizational contingency、Ritual change and Elite's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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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議題。就這些面向來說，本書希望就現象上的開發性和理論上的啟發性而

言，固然還只是拋磚引玉，但也希望能夠在未來，產生研究方向上的引導性的

作用。

其實，就本質上來說，道教提供了漢人民間信仰一個「超越性的槓桿」，它

與地方性的民間信仰可以說是既分離又合一，因為要分離才能保持住某種「超

越性」，而合一，是因為道教團體的存在，仍然必須要依附於民間信仰的能量與

資源。或者，以另外一種角度，引述勞格文的說法，由文武共治的角度來加以

理解，道教與民間信仰是手套和手的關係，也是拼圖中兩塊相嵌的版塊︰

中國宗教除「武」場上的暴力亦需要「文」場上的管治，民間宗教雖

然常常把他的神明裝扮成文官，畢竟他不能提供文場管治；道教由於

以漢朝的管治系統為根底卻能夠作到。在日常生活中，人民會要求道

士去解決民間宗教所同樣能解決的問題，但通常還是在後者不能解決

之後才會如此。在非常日子，即節慶當中，同樣的人民會邀請道士去

打醮。醮儀中有「文官管制結構」最完整的表現，傳統中國的日常生

活亦在其結構下度過。道教在文和武中提供了民間宗教缺少的東西。

二者的關係一如手和手套或同一幅砌圖中的兩塊圖片。（Lagerwey 

2002[1999]:270）

總之，道教，尤其是科儀道教，它一方面是超越於地方的，一方面卻能透

過道士受雇於地方，而循環地創造出地方上所可能擁有的一種至高無上性與絕

對超越性。地方上的信眾雖不同於道士的能進入科儀之身體力行性的實踐，但

在認知上，已根深蒂固的接受科儀道教之作為完備地方所必須，這也成為漢人

地方社會集體性記憶裡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15
，它已不是一種奢侈財，而是一種昂

15 在社區的層次，社會記憶會經由儀式的反覆操演，而讓民眾得到身體上自動化的效

果，這是 Paul Connerton（1989）一書中主要所講述的內容。但是作為關起門來不

讓外部民眾參與的道教醮儀，它如何能夠成為全體村民的社會記憶？這種記憶具有

什麼樣的性質？道士、社區頭人、社區代表、男性家戶長、女性，各自以什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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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必需品了。

科儀道教的現場，是漢人宗教研究，甚至於也是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

學領域裡最富有學術挑戰性和啟發性的研究現場。而扣緊這個歷史現場，就是

對於劉枝萬先生道教研究最忠實的繼承。經過了時空脈絡的重疊和學術研究成

果的累積，本書希望能夠更為立體化劉枝萬當時所描述過的那個道教歷史的現

場，並開發出其深刻的理論啟發性，以展現出道教研究之多采多姿且引人入勝

的風貌。

來進行相關的社會記憶？這些課題會是有助於我們去了解漢人社區生活的關鍵性課

題，但目前大部分都尚未經過深入討論，未來還有待我們去開發出道教人類學或道

教社會學，以來針對這些課題加以做更為系統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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